
□

2014/06 开 放 时 代

□

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103页。

􀃊􀁐􀁓B. Erickson & T. A. Nosanchuck，“How an apolitical as⁃
sociation politicizes，”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 27，No. 2，1990，pp. 206-219；M.
Olsen，“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voting turnout，”Ameri⁃

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37，No. 3，1972，pp. 317-
333；D. Rogers，et al.，“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
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 exploration of the mo⁃
bilization hypothesis，”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 16，
No. 3，1975，pp. 305-318.
􀃊􀁐􀁔Claus Offe & Susanne Fuchs，“Decline of Social Capi⁃
tal：The German Case，”in Robert D. Putnam（ed.），De⁃

mocracies in Flux：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 242.
􀃊􀁐􀁕Marjorie K. McIntosh，“The Diversity of Social Capital
in English Communities，1300- 1640（with a Glance at
Modern Nigeria），”in Robert I. Rotberg（ed.），Patterns

of Social Capital：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

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pp. 121-152.
􀃊􀁐􀁖这类例子很多，如印度促进妇女权利的非政府组织

也许比中国多，但中国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无疑比印

度妇女高。美国的慈善组织特别多，但它仍然是发达

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责任编辑：刘 琼

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 汪 晖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Wang Hui，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Tsinghua University）。

［内容提要］构成 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

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

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

尊严政治的对立面。本文从新工人与新穷人两个群体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出发，讨论在现代工人

国家失败和阶级政治衰落的语境中，如何理解阶级概念、阶级政治与阶级形成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一部

分，作者侧重分析了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断裂在内外政治关系中的多重表现形态。

［关键词］新穷人 新工人 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 代表性断裂

一、前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

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

刻。1918年 11月 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

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

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

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

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

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

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

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

价值！劳工神圣！①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

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

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推出了

“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

“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

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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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

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

了 20 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

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

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

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 20世纪的历史评价，以

及有关我们各自与这一历史之关系的判断。

20世纪已成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前所未

有的世界工厂阶段，但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西

方却“处在生产的末期”，波德里亚如此宣称。他

继续道：“过去，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社会

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社会目标。甚至劳动在资本

和剩余价值中受到剥削的时候，恰巧在这个时

候，它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最终的毁灭而仍

然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今天不是这样了：劳

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

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

表现出来的总习性。”“现在更有必要再生产劳

动，以此作为社会伪装，作为反应，作为道德，作

为共识，作为调节，作为现实原则。不过这是代

码的现实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

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

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②在波德里亚发表这一

论述的时刻，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将这一论

述作为欧洲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来理解。他们认

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仍然维持

着常态，即边缘地区的劳动依旧是生产性的，它

们是不平等的全球关系中的被剥削者。

在此，我不准备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

建议观察另一种作为生产性劳动的补充形式的

“非生产性的劳动”，例如在经济危机阶段，为刺

激生产而投入的生产就是一种为了再生产自身

而进行的生产，亦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这是

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与 20世纪经济危机

有所不同，当代经济危机具有长期化的特点。在

当代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性的”生

产在四处寻找其劳动者，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生产过剩与“再生产劳动”的需求已经常态化。

2008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政府投入4
万亿刺激投资，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在一

定意义上，也可以描述为一种维持再生产的

生产。

2010年，设在广东东莞的富士康发生了13名
工人相继跳楼自杀的惨剧，然而，关于工人的生

命及其尊严的讨论刚刚冒头，富士康的老板宣布

将用机器人取代百万劳工，政府、媒体和整个社

会立刻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焦虑，劳工尊严的问

题迅速替换为工人的再生产问题。在河南这个

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刚刚从沿海地区迁徙至此的

大型跨国公司突然面对劳动短缺现象，以致当地

政府为了促进工人就业，同意给包括富士康在内

的大型企业补贴，即企业每聘用一个工人，政府

补贴企业200元人民币。这或许并不是生产的终

结，但的确是为了“再生产劳动”而产生的新现

象。对于劳工神圣这个命题而言，“再生产劳动”

不啻釜底抽薪。

构成 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

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

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

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

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 1989年～1991年的巨

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

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重复这

些陈旧的话题还有意义吗？就本文而言，在“后

阶级社会”的字样上加上引号，是指这一社会既

不是阶级现象已经消失了的社会，更不是指马克

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借此区分当代社会重构

过程中的阶级现象与 19、20世纪活跃的阶级政

治。在阶级政治衰落之后，“阶级”未必包含19～
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革命的政治寓意，“新穷人”

也不能等同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语境中

讨论的尊严政治与作为欧洲贵族体制及其荣誉

观之对立物的现代平等主义并不相同。那么，我

们的讨论发生在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吁求着怎

样的行动呢？

如果阶级或工人阶级已被当代人视为陈旧

概念，那么，尊严这个更为陈旧的概念之命运又

如何？对于熟读欧洲哲学的人而言，尊严概念是

现代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一个值得反复

讨论而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宪政人权到文化多

元主义，从个人权利到集体认同，一种区别于建

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的尊严观

反复地变换着身形。在私人的领域，尊严与一种

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联系在一起，按照昂奈

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看法，这种个人化的认同与本真性

（authenticity）、内在性（inwardness）或理性主体的

概念密切相关，前者可以溯源至由卢梭综合其他

思想而形成的论述（这种观念在赫尔德那里，也

被沿用于民族自我的识别），后者则来自康德基

于理性概念而展开的对尊重的论述，即我们所以

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

自身生活的理性主体。③在公共的层面，尊严观

念集中地体现在平等承认的政治之中：民族、族

群、性别、阶级等身份差异均必须服从公民的平

等权利和尊严。④
围绕着这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

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发

生在性别、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论述，

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其特征是在平等

主义的基础上导入承认差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

围绕差异与平等、异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论辩论。

另一个则是古老而今却愈显尖锐的辩论：与那种

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

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平等

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

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

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两种有关尊严

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

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

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

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

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

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

生了矛盾。

在 19世纪和 20世纪，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

运动和工人国家的尝试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

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可以认为，这种对立和竞

争内在于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或平等承认的政

治的斗争。阶级范畴及其相关政治同样源于传

统荣誉观的衰落，它致力解决的是现代社会内部

的等级制的再生产，因而与现代尊严观存在着内

在的联系。正是在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的政治

的基础上，阶级、性别、民族等概念成为思考尊严

问题的主要政治范畴。1989年之后，以差异政治

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述取代 20世纪的

阶级论述，成为挑战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公共承认

或平等尊重的主要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代，所

谓 1%对 99%的冲突凸显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穷

人、新穷人的范畴重新激发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想

象，“重返阶级”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中

的局部现象。之所以说局部现象，不仅因为阶级

概念只是这类研究所启用的概念之一，而且还因

为在现实政治，甚至平等政治中，阶级概念正在

失去力量。自由派热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
ety）、激进左派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以及新马

克思主义者阐述的“新穷人”事实上都是对传统

阶级概念的替换。

关于差异与平等问题，我在《代表性的断裂：

再问什么的平等》一文中做了分析。本文试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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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

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

了 20 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

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

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

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 20世纪的历史评价，以

及有关我们各自与这一历史之关系的判断。

20世纪已成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前所未

有的世界工厂阶段，但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西

方却“处在生产的末期”，波德里亚如此宣称。他

继续道：“过去，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社会

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社会目标。甚至劳动在资本

和剩余价值中受到剥削的时候，恰巧在这个时

候，它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最终的毁灭而仍

然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今天不是这样了：劳

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

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

表现出来的总习性。”“现在更有必要再生产劳

动，以此作为社会伪装，作为反应，作为道德，作

为共识，作为调节，作为现实原则。不过这是代

码的现实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

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

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②在波德里亚发表这一

论述的时刻，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将这一论

述作为欧洲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来理解。他们认

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仍然维持

着常态，即边缘地区的劳动依旧是生产性的，它

们是不平等的全球关系中的被剥削者。

在此，我不准备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

建议观察另一种作为生产性劳动的补充形式的

“非生产性的劳动”，例如在经济危机阶段，为刺

激生产而投入的生产就是一种为了再生产自身

而进行的生产，亦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这是

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与 20世纪经济危机

有所不同，当代经济危机具有长期化的特点。在

当代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性的”生

产在四处寻找其劳动者，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生产过剩与“再生产劳动”的需求已经常态化。

2008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政府投入4
万亿刺激投资，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在一

定意义上，也可以描述为一种维持再生产的

生产。

2010年，设在广东东莞的富士康发生了13名
工人相继跳楼自杀的惨剧，然而，关于工人的生

命及其尊严的讨论刚刚冒头，富士康的老板宣布

将用机器人取代百万劳工，政府、媒体和整个社

会立刻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焦虑，劳工尊严的问

题迅速替换为工人的再生产问题。在河南这个

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刚刚从沿海地区迁徙至此的

大型跨国公司突然面对劳动短缺现象，以致当地

政府为了促进工人就业，同意给包括富士康在内

的大型企业补贴，即企业每聘用一个工人，政府

补贴企业200元人民币。这或许并不是生产的终

结，但的确是为了“再生产劳动”而产生的新现

象。对于劳工神圣这个命题而言，“再生产劳动”

不啻釜底抽薪。

构成 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

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

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

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

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 1989年～1991年的巨

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

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重复这

些陈旧的话题还有意义吗？就本文而言，在“后

阶级社会”的字样上加上引号，是指这一社会既

不是阶级现象已经消失了的社会，更不是指马克

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借此区分当代社会重构

过程中的阶级现象与 19、20世纪活跃的阶级政

治。在阶级政治衰落之后，“阶级”未必包含19～
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革命的政治寓意，“新穷人”

也不能等同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语境中

讨论的尊严政治与作为欧洲贵族体制及其荣誉

观之对立物的现代平等主义并不相同。那么，我

们的讨论发生在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吁求着怎

样的行动呢？

如果阶级或工人阶级已被当代人视为陈旧

概念，那么，尊严这个更为陈旧的概念之命运又

如何？对于熟读欧洲哲学的人而言，尊严概念是

现代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一个值得反复

讨论而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宪政人权到文化多

元主义，从个人权利到集体认同，一种区别于建

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的尊严观

反复地变换着身形。在私人的领域，尊严与一种

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联系在一起，按照昂奈

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看法，这种个人化的认同与本真性

（authenticity）、内在性（inwardness）或理性主体的

概念密切相关，前者可以溯源至由卢梭综合其他

思想而形成的论述（这种观念在赫尔德那里，也

被沿用于民族自我的识别），后者则来自康德基

于理性概念而展开的对尊重的论述，即我们所以

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

自身生活的理性主体。③在公共的层面，尊严观

念集中地体现在平等承认的政治之中：民族、族

群、性别、阶级等身份差异均必须服从公民的平

等权利和尊严。④
围绕着这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

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发

生在性别、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论述，

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其特征是在平等

主义的基础上导入承认差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

围绕差异与平等、异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论辩论。

另一个则是古老而今却愈显尖锐的辩论：与那种

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

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平等

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

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

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两种有关尊严

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

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

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

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

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

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

生了矛盾。

在 19世纪和 20世纪，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

运动和工人国家的尝试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

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可以认为，这种对立和竞

争内在于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或平等承认的政

治的斗争。阶级范畴及其相关政治同样源于传

统荣誉观的衰落，它致力解决的是现代社会内部

的等级制的再生产，因而与现代尊严观存在着内

在的联系。正是在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的政治

的基础上，阶级、性别、民族等概念成为思考尊严

问题的主要政治范畴。1989年之后，以差异政治

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述取代 20世纪的

阶级论述，成为挑战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公共承认

或平等尊重的主要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代，所

谓 1%对 99%的冲突凸显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穷

人、新穷人的范畴重新激发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想

象，“重返阶级”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中

的局部现象。之所以说局部现象，不仅因为阶级

概念只是这类研究所启用的概念之一，而且还因

为在现实政治，甚至平等政治中，阶级概念正在

失去力量。自由派热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
ety）、激进左派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以及新马

克思主义者阐述的“新穷人”事实上都是对传统

阶级概念的替换。

关于差异与平等问题，我在《代表性的断裂：

再问什么的平等》一文中做了分析。本文试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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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两种“新穷人”的问题置于双重背景——资本主

义全球化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的交互作用中

讨论。我尝试追问：平等政治的危机和可能的未

来与阶级、尊严等古典问题是否还存在着关系。

二、新穷人与新工人的诞生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

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

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

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

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

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劳动与资本的

相互关系中，解释了阶级剥削与贫穷的关系；《穷

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舒尔茨将他对穷人的分析集

中于农民，其人力资本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工业化

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实际上从发展的角度最

终取消了经典的阶级问题；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

义生产不断地再生产中心—边缘关系，让第三世

界国家成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边缘区域，无法获

得自主的发展，长久地陷于贫穷的状态。这一论

断是列宁以来将阶级概念用于分析全球关系的

理论结果。因此，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

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

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

为穷人这一概念提供了注脚。

冷战结束后，上述穷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促成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金融全球化

的支配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

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相互联系在

一起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 21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在

全球制造领域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2000
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为 7%。

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9.8%。6年之后的2011年，

中国所占比重翻了一番达到 19.8%，超过了美国

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变化，2011年是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

次失去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的桂冠”。⑤新工业

革命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

中的关系和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模

式。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９月发布

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

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
而2010年已达到0.438。⑥就人口而言，中国新穷

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

—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

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

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

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朝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

进行改革，但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起，

城乡差别持续扩大。至90年代末，以“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

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

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正

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

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

力大军。1999年后展开的有关“三农”问题的大

讨论和随后由国家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针对

此状况而来，并在减免农业税和向农村扩展医疗

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地改善了

农民的状态；但“三农”危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广阔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

民种地、乡村社区空洞化的困局。按照户籍统

计，截至2008年，中国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

打工者，其中 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

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伴随着土地

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

村土地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工人群体过渡。他

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与

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的群体，但又不是经典的无

产阶级——他们并非作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和

工业生产体系，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奠定的土

地关系的继承者进入新的市场社会，其中大多数

人在家乡拥有一块土地，从而不是“无产者”；他

们进入城市后没有改变这一身份，但即使在经济

危机条件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家乡或家乡附

近地区，却未见得重新从事农业生产。

黄宗智在他的最新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工

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

实际，基于这些旧范畴的国家劳动法规由于与实

际的劳动人民脱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

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

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他进一步指出：今

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

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

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

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

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

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悬殊，几乎属于

两个不同世界。根据他的统计，包含中产阶级的

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

的 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

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⑦
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

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根

据 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的统

计，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占农民工群体的27.5%，

建筑业占 20%，其余都在第三产业。⑧由于建筑

行业存在大量的转包和外包，只有少数建筑工人

签署了劳动合同，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无法享受

《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牵头的“关注新生

代农民工计划”对全国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的大

规模问卷调研，2011年，75.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

签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样本中，63.6%
的农民工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形

同虚设”；⑨2013年，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

劳动合同，而在郑州、武汉、成都等工地数量激增

的城市中，未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93.2%、

87.9%、85.5%。⑩建筑行业如此，第三产业的劳动

者更难获得劳动保护。迄今为止，只有在制造业

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发出一定的不满和抗议之

声。与上述新工人的状况相互映照也相互关联

的，则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的工人

阶级的衰落——他们从一个具有某种主体地位

的城市阶层迅速向城市贫民或失业者身份滑

落。这一转变的历史深度远远超出了当代人的

想象视界，我们或许要隔一个世代才能理解其历

史含义。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

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

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

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

论的问题。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既不同于

传统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新工人群体的所谓“新

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

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

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

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

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

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

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

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

群（即便描述者的精神并不比其描述对象更为富

足）。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

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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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

两种“新穷人”的问题置于双重背景——资本主

义全球化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的交互作用中

讨论。我尝试追问：平等政治的危机和可能的未

来与阶级、尊严等古典问题是否还存在着关系。

二、新穷人与新工人的诞生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

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

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

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

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

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劳动与资本的

相互关系中，解释了阶级剥削与贫穷的关系；《穷

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舒尔茨将他对穷人的分析集

中于农民，其人力资本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工业化

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实际上从发展的角度最

终取消了经典的阶级问题；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

义生产不断地再生产中心—边缘关系，让第三世

界国家成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边缘区域，无法获

得自主的发展，长久地陷于贫穷的状态。这一论

断是列宁以来将阶级概念用于分析全球关系的

理论结果。因此，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

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

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

为穷人这一概念提供了注脚。

冷战结束后，上述穷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促成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金融全球化

的支配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

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相互联系在

一起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 21世纪的

第一个十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在

全球制造领域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2000
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为 7%。

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9.8%。6年之后的2011年，

中国所占比重翻了一番达到 19.8%，超过了美国

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变化，2011年是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

次失去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的桂冠”。⑤新工业

革命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

中的关系和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模

式。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９月发布

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

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
而2010年已达到0.438。⑥就人口而言，中国新穷

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

—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

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

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

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朝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

进行改革，但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起，

城乡差别持续扩大。至90年代末，以“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

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

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正

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

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

力大军。1999年后展开的有关“三农”问题的大

讨论和随后由国家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针对

此状况而来，并在减免农业税和向农村扩展医疗

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地改善了

农民的状态；但“三农”危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广阔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

民种地、乡村社区空洞化的困局。按照户籍统

计，截至2008年，中国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

打工者，其中 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

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伴随着土地

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

村土地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工人群体过渡。他

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与

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的群体，但又不是经典的无

产阶级——他们并非作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和

工业生产体系，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奠定的土

地关系的继承者进入新的市场社会，其中大多数

人在家乡拥有一块土地，从而不是“无产者”；他

们进入城市后没有改变这一身份，但即使在经济

危机条件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家乡或家乡附

近地区，却未见得重新从事农业生产。

黄宗智在他的最新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工

人”与“农民”范畴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

实际，基于这些旧范畴的国家劳动法规由于与实

际的劳动人民脱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

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

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他进一步指出：今

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

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

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

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

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

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悬殊，几乎属于

两个不同世界。根据他的统计，包含中产阶级的

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

的 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

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⑦
新工人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

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根

据 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报告》的统

计，在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占农民工群体的27.5%，

建筑业占 20%，其余都在第三产业。⑧由于建筑

行业存在大量的转包和外包，只有少数建筑工人

签署了劳动合同，绝大多数建筑工人无法享受

《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根据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师生牵头的“关注新生

代农民工计划”对全国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的大

规模问卷调研，2011年，75.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

签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样本中，63.6%
的农民工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形

同虚设”；⑨2013年，82.6%的建筑业农民工未签

劳动合同，而在郑州、武汉、成都等工地数量激增

的城市中，未签劳动合同的比例更是高达93.2%、

87.9%、85.5%。⑩建筑行业如此，第三产业的劳动

者更难获得劳动保护。迄今为止，只有在制造业

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发出一定的不满和抗议之

声。与上述新工人的状况相互映照也相互关联

的，则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的工人

阶级的衰落——他们从一个具有某种主体地位

的城市阶层迅速向城市贫民或失业者身份滑

落。这一转变的历史深度远远超出了当代人的

想象视界，我们或许要隔一个世代才能理解其历

史含义。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

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

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

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

论的问题。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更为活跃的，是既不同于

传统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新工人群体的所谓“新

穷人”：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

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

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

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

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

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

的消费需求。除了物质上的窘迫，学者们也常用

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缺失等概念描述这一人

群（即便描述者的精神并不比其描述对象更为富

足）。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

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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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消费主义者。新穷人遍及整个世界，尤其

是那些进入或部分地进入消费社会的部分。鲍

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就曾描述过这些消费社会中

的“新穷人”，亦即准备不足的消费者。􀃊􀁉􀁓如果说

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

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

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

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

物。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

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有可能忽

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由于“新穷人”常常

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

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在政治

领域，我们不难在埃及、突尼斯的反抗运动、美国

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各种“占

领”运动，以及莫斯科街头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他

们的身影。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

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

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

他们的命运与劳动从价值之中心源泉向资本价

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过渡息息相通；但与欧洲和

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

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

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

至纸面媒体，“新穷人”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

各个社会领域。

但迄今为止，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力及其政治

诉求与新兴工人阶级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的命运

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缺乏长远社会

目标的阶层，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脱离了贫穷、活

跃于消费性媒体、操弄着全球性政治—文化话语

的人物。不管变换怎样的修辞，这些政治话语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修辞展示着“历史终结”的命

题。“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

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

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

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

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

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

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另一个新穷人阶

层及其未来联系起来。

为什么在观察新工人群体的同时，需要讨论

“新穷人”群体的角色与命运？我的解释是：无论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后，

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

产领域的劳动者——传统农民或近代产业工人

——推动的，而是在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

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现代阶级政治事

实上产生于阶级边界的重叠地带，也可以说是穿

越阶级边界的产物。辛亥革命后，有一位立场偏

于保守的评论者分析说：这场革命虽然深受欧洲

政治革命的影响，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大都不

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

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

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

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

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

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

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

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这一分析也是

基于对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观察，即农民起义往

往是农民阶级与那些从士绅阶层中滑落出来的

“游民”的结合。因此，他建议中国的变革与其遵

循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如从消除两种

过剩阶级及其文化着手。其实，这个反对革命的

结论与鲁迅《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观察有着

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通过文

明调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后者却暗示着革

命的不可避免。

如果将上述有关游民的分析与马克思关于

游民与无产阶级形成的论述做一比较，我们也可

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构成无产阶级的两个相

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群体。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说：“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

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

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

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失去自己社会位置的

群体在不同时代都存在，但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

阶段，游民群体才会成为一种无产阶级现象。其

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对无产阶级的出现作过清楚

的阐述：“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

破了产的无产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

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

批存在先于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像圣麦克斯

根据英国的或法国的法律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

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

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

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的把无产阶级

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

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

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是

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因此，对

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包括了游民，但赤贫的

游民只是失去抵抗力的无产者。阶级革命是从

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单纯的

赤贫现象中产生的。保守的批评家将近代革命

归结为游民现象，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规避革

命、寻求改良的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民族

压迫，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各阶层成员——除了买

办阶层——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这种破产的

危险首先是通过民族危亡的格局本身表现出来

的。从民族救亡转向阶级性的政治，或以阶级性

政治的方式寻求民族解放道路，几乎成为几代人

的选择。正由于此，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动员

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欧洲革命中的阶级互动，

也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中的阶层交错。在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不仅是那些从统治

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新穷人，而且是许多出身上流

社会或身为精英分子的人超越了由财产权和社

会地位界定的阶级身份，投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

放的潮流之中。辛亥革命时代的许多革命先行

者——孙文、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邹容、蔡元培

等人均非出身下层，“五四”一代的陈独秀、李大

钊和后来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等也均非来自工人阶级或贫雇农家庭。从 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到 1935年“一二·九”运动，许

多出身上层社会并身为知识精英的年轻学生参

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在“一二·九”运动的影

响下，大量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投身救亡运动，其

中许多人奔赴延安，自觉地走向处于极为艰苦条

件下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运动。这几代革命者都

难以从阶级属性上被概括为“破了产的资产者”，

恰恰相反，在他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时刻，他们自

身或家庭在各自所属的地域均属于上层、中上层

或精英阶层。

当代中国的新工人群体和“新穷人”阶层存

在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或工业化时代的游民

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特征。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

系仍然被土地制度维系着，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

是仍然拥有一定农村土地资产的城市经济的参

与者。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并不是传统制

度崩溃的产物，而是一个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

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

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政治变革的关注与这

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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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消费主义者。新穷人遍及整个世界，尤其

是那些进入或部分地进入消费社会的部分。鲍

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中就曾描述过这些消费社会中

的“新穷人”，亦即准备不足的消费者。􀃊􀁉􀁓如果说

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

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

物，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

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

物。新工人与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共同构成当代

中国的“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仅仅从消费的角度看待“新穷人”有可能忽

视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能量。由于“新穷人”常常

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

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在政治

领域，我们不难在埃及、突尼斯的反抗运动、美国

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扩展至其他地区的各种“占

领”运动，以及莫斯科街头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他

们的身影。与欧洲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诞

生的“新穷人”有所不同，中国的新穷人萌芽于社

会主义体制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

他们的命运与劳动从价值之中心源泉向资本价

值增值之中介的角色过渡息息相通；但与欧洲和

美国的状况相似，这一群体是新兴媒体的积极参

与者，显示出较之新工人群体强烈得多的政治参

与意识和动员能力。从微博和各种网络传媒直

至纸面媒体，“新穷人”都异常活跃，其话题遍及

各个社会领域。

但迄今为止，这一群体的动员能力及其政治

诉求与新兴工人阶级或者说农民工群体的命运

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缺乏长远社会

目标的阶层，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脱离了贫穷、活

跃于消费性媒体、操弄着全球性政治—文化话语

的人物。不管变换怎样的修辞，这些政治话语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修辞展示着“历史终结”的命

题。“新穷人”身上的政治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

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

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

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他们关心社

会的变革，播散着从自由民主、平等多元、民族主

义到全球化等各不相同、自相矛盾的价值，却甚

少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与另一个新穷人阶

层及其未来联系起来。

为什么在观察新工人群体的同时，需要讨论

“新穷人”群体的角色与命运？我的解释是：无论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后，

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动力并不仅仅是由生

产领域的劳动者——传统农民或近代产业工人

——推动的，而是在两个或更多领域的“下层”之

间的相互渗透和激发造成的。现代阶级政治事

实上产生于阶级边界的重叠地带，也可以说是穿

越阶级边界的产物。辛亥革命后，有一位立场偏

于保守的评论者分析说：这场革命虽然深受欧洲

政治革命的影响，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大都不

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

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

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

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

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

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

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

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这一分析也是

基于对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观察，即农民起义往

往是农民阶级与那些从士绅阶层中滑落出来的

“游民”的结合。因此，他建议中国的变革与其遵

循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如从消除两种

过剩阶级及其文化着手。其实，这个反对革命的

结论与鲁迅《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观察有着

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试图通过文

明调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后者却暗示着革

命的不可避免。

如果将上述有关游民的分析与马克思关于

游民与无产阶级形成的论述做一比较，我们也可

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构成无产阶级的两个相

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群体。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说：“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

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

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

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失去自己社会位置的

群体在不同时代都存在，但只有在工业资本主义

阶段，游民群体才会成为一种无产阶级现象。其

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对无产阶级的出现作过清楚

的阐述：“整个无产阶级是由破了产的资产者和

破了产的无产者、由大批游民组成的，游民在各

个时代都有过，而在中世纪制度崩溃后他们的大

批存在先于无产阶级的大批形成，就像圣麦克斯

根据英国的或法国的法律及有关文献就会深信

的那样。我们的圣者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同‘善

良的安逸的市民’特别是‘忠诚的官吏’对无产阶

级的看法完全一样。他始终如一的把无产阶级

和赤贫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赤贫现象只是破

了产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是已无力抵抗资产

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只是

这种精疲力竭的无产者才是赤贫者。”􀃊􀁉􀁖因此，对

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包括了游民，但赤贫的

游民只是失去抵抗力的无产者。阶级革命是从

生产体系的内在矛盾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单纯的

赤贫现象中产生的。保守的批评家将近代革命

归结为游民现象，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规避革

命、寻求改良的道路。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民族

压迫，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各阶层成员——除了买

办阶层——时刻面临破产的危险。这种破产的

危险首先是通过民族危亡的格局本身表现出来

的。从民族救亡转向阶级性的政治，或以阶级性

政治的方式寻求民族解放道路，几乎成为几代人

的选择。正由于此，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动员

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欧洲革命中的阶级互动，

也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中的阶层交错。在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不仅是那些从统治

阶层中滑落出来的新穷人，而且是许多出身上流

社会或身为精英分子的人超越了由财产权和社

会地位界定的阶级身份，投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

放的潮流之中。辛亥革命时代的许多革命先行

者——孙文、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邹容、蔡元培

等人均非出身下层，“五四”一代的陈独秀、李大

钊和后来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等也均非来自工人阶级或贫雇农家庭。从 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到 1935年“一二·九”运动，许

多出身上层社会并身为知识精英的年轻学生参

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在“一二·九”运动的影

响下，大量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投身救亡运动，其

中许多人奔赴延安，自觉地走向处于极为艰苦条

件下的共产党人的革命运动。这几代革命者都

难以从阶级属性上被概括为“破了产的资产者”，

恰恰相反，在他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时刻，他们自

身或家庭在各自所属的地域均属于上层、中上层

或精英阶层。

当代中国的新工人群体和“新穷人”阶层存

在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或工业化时代的游民

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特征。对于新工人群体而言，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遗产，他们与乡村的联

系仍然被土地制度维系着，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

是仍然拥有一定农村土地资产的城市经济的参

与者。就“新穷人”群体而言，他们并不是传统制

度崩溃的产物，而是一个市场扩张中拥有一定教

育背景的、怀抱上升梦想的、消费不足的群体。

他们对个人权利及其相关政治变革的关注与这

个正在生成中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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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

达的当今时代，阶级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

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

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

产生新的政治。当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受制于职

业化和社会分层的情况也同样明显。与之形成

对照的是：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结合推动

了20世纪普遍的社会动员，产生了全然不同于旧

的社会构造的新的社会主体，如上文提及的曾经

极为活跃而如今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工人阶级。

三、不确定的主体：

农民工、工人阶级或新工人？

如前所述，新工人群体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

农民工。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

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即

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
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

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

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

的产物。这一群体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却

视农村为自己的“家”——那里不仅是他们的家

乡，有他们的父母子女，还有作为社会主义遗存

的土地政策留给他们的一份财产。

但是，“农民工”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首

先，在大众传媒、政府文件和部分学者那里，“农

民工”概念是一个从城市身份，尤其是从城市消

费者的角度对新来者的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打工群体的成员构成的变化，对于新打工者而

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

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在北京的打工

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打工·三十

年·流动的历史”图表，它清楚地勾勒了这个群体

的历史形成：1978年～1988年，农民在受控的条

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

人数为 2000 万；1989 年～2002 年，可以称之为

“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 1.2亿，在此时期，政

府不再限制人口的流动，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

视性政策（暂住身份、遣送风险等）是常规性的；

2003年至今的阶段，则是“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

市民”阶段，􀃊􀁉􀁘人数规模至少在 2.4亿以上。在此

时期，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

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斗室，劳动

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却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

村”盖房子。

之所以拒绝农民工这一称谓，正是基于对这

一群体的最新变迁的观察——新的趋势表明那

种农民工最终会回到农村的看法很可能是幻

觉。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

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从而

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期重返

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

及其可能的、朝向土地私有化方向的变迁而日益

不确定。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但他们

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但那

是无法支撑其实际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

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

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

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与其称之为农民工，不如称

之为新工人，他们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

遇。事实上，与 20世纪 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

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

者大多没有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

代打工者在城市出生和长大，大多没有种过地。

由于未在乡村居住并从事农业生产，很多地方政

府也不再根据其需求进行土地调整，于是他们成

为这个群体中不再拥有土地的新生代。因此，用

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

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认识的描述。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当代中国围绕土地制度的辩

论，除了涉及私有产权与集体产权、商业用地与

农业用地等问题之外，还涉及中国的变迁究竟是

城市化与乡村建设并举，还是以城市化为唯一的

中心？对这两条路径的不同选择也将深刻影响

打工者群体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确

定的主体。

新工人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

体系的社会群体，但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

级，而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我们生活在一个

阶级话语趋于消失的阶级社会。在绝大部分有

关新工人的研究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社会

分层的描述，而不是关于阶级分化的分析。但我

在此避免使用新工人阶级的概念并非为了追随

这一“去阶级化”的社会科学范式。恰恰相反，

“新工人群体”的概念正是在重新思考阶级问题

的过程中产生的。从生产方式的转变看，新工人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脱

离乡村和土地，他们日渐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

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尽管其中部分人拥有一

定的土地，但从基本生计的维持来看，这是一个

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专靠出卖劳动而

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却难以获得劳动法规的保护，

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从

上述描述看，他们与经典的无产阶级十分相似，

却又有所不同。如果翻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

研究著作，马上可以找到相关的界定，即“工人阶

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

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

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最初的产业

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
仿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新工人群体是中国

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随跨国

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

三种工业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如

果说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

的农民，那么当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来自城乡差

别日渐扩大时代的广袤乡村。作为一个客观的

社会群体，就其在工业化和新经济发展中的生产

者角色而言，新工人与20世纪的工人阶级其实是

相似的。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此起彼伏的不满和抗议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群体正在萌动着日

益活跃的集体意识，但尚未构成一个政治性阶

级。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阶级意识和阶级政

治极为活跃，渗透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不

同方面，也因此展示出阶级概念的多面性——它

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结构的，也是政治的。

在改革时代，“世界工厂”的建构不仅召唤着资

本，也同样召唤着作为商品的劳动。市场化和新

工业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阶级关系的重构。但

恰恰是在这个大规模重构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

语在中国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所谓

“后阶级社会”的概念指的并不是阶级现象和阶

级分化的消失，而是阶级政治的弱化。就当代中

国社会研究的状况而言，阶级的视野对于理解中

国劳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是必要的，

我同意如下判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

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

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

阶级意识。转型研究‘重返阶级’（bring class
back in）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

样适用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工人

阶级，也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
但是，正是研究中国“重返阶级”的过程使我

们认识到：在实际的工人抗争中，除了少数案例，

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召唤新的政治尝试的努力并

不成功。我在此用工人抗争这一说法，而不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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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恰恰是在媒体高度发

达的当今时代，阶级分隔现象日趋严重，在新工

人群体与“新穷人”群体之间难以产生真正的社

会团结和政治互动，从而也无从通过团结或互动

产生新的政治。当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受制于职

业化和社会分层的情况也同样明显。与之形成

对照的是：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结合推动

了20世纪普遍的社会动员，产生了全然不同于旧

的社会构造的新的社会主体，如上文提及的曾经

极为活跃而如今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工人阶级。

三、不确定的主体：

农民工、工人阶级或新工人？

如前所述，新工人群体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

农民工。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

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即

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
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

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

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

的产物。这一群体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却

视农村为自己的“家”——那里不仅是他们的家

乡，有他们的父母子女，还有作为社会主义遗存

的土地政策留给他们的一份财产。

但是，“农民工”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首

先，在大众传媒、政府文件和部分学者那里，“农

民工”概念是一个从城市身份，尤其是从城市消

费者的角度对新来者的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打工群体的成员构成的变化，对于新打工者而

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

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在北京的打工

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打工·三十

年·流动的历史”图表，它清楚地勾勒了这个群体

的历史形成：1978年～1988年，农民在受控的条

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

人数为 2000 万；1989 年～2002 年，可以称之为

“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 1.2亿，在此时期，政

府不再限制人口的流动，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

视性政策（暂住身份、遣送风险等）是常规性的；

2003年至今的阶段，则是“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

市民”阶段，􀃊􀁉􀁘人数规模至少在 2.4亿以上。在此

时期，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

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斗室，劳动

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却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

村”盖房子。

之所以拒绝农民工这一称谓，正是基于对这

一群体的最新变迁的观察——新的趋势表明那

种农民工最终会回到农村的看法很可能是幻

觉。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

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从而

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期重返

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

及其可能的、朝向土地私有化方向的变迁而日益

不确定。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但他们

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但那

是无法支撑其实际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

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

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

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与其称之为农民工，不如称

之为新工人，他们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

遇。事实上，与 20世纪 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

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

者大多没有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

代打工者在城市出生和长大，大多没有种过地。

由于未在乡村居住并从事农业生产，很多地方政

府也不再根据其需求进行土地调整，于是他们成

为这个群体中不再拥有土地的新生代。因此，用

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

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认识的描述。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当代中国围绕土地制度的辩

论，除了涉及私有产权与集体产权、商业用地与

农业用地等问题之外，还涉及中国的变迁究竟是

城市化与乡村建设并举，还是以城市化为唯一的

中心？对这两条路径的不同选择也将深刻影响

打工者群体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确

定的主体。

新工人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

体系的社会群体，但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

级，而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我们生活在一个

阶级话语趋于消失的阶级社会。在绝大部分有

关新工人的研究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社会

分层的描述，而不是关于阶级分化的分析。但我

在此避免使用新工人阶级的概念并非为了追随

这一“去阶级化”的社会科学范式。恰恰相反，

“新工人群体”的概念正是在重新思考阶级问题

的过程中产生的。从生产方式的转变看，新工人

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脱

离乡村和土地，他们日渐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

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尽管其中部分人拥有一

定的土地，但从基本生计的维持来看，这是一个

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专靠出卖劳动而

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却难以获得劳动法规的保护，

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从

上述描述看，他们与经典的无产阶级十分相似，

却又有所不同。如果翻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

研究著作，马上可以找到相关的界定，即“工人阶

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

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

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最初的产业

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
仿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新工人群体是中国

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随跨国

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

三种工业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如

果说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

的农民，那么当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来自城乡差

别日渐扩大时代的广袤乡村。作为一个客观的

社会群体，就其在工业化和新经济发展中的生产

者角色而言，新工人与20世纪的工人阶级其实是

相似的。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此起彼伏的不满和抗议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群体正在萌动着日

益活跃的集体意识，但尚未构成一个政治性阶

级。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阶级意识和阶级政

治极为活跃，渗透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不

同方面，也因此展示出阶级概念的多面性——它

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结构的，也是政治的。

在改革时代，“世界工厂”的建构不仅召唤着资

本，也同样召唤着作为商品的劳动。市场化和新

工业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阶级关系的重构。但

恰恰是在这个大规模重构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

语在中国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所谓

“后阶级社会”的概念指的并不是阶级现象和阶

级分化的消失，而是阶级政治的弱化。就当代中

国社会研究的状况而言，阶级的视野对于理解中

国劳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是必要的，

我同意如下判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

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

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

阶级意识。转型研究‘重返阶级’（bring class
back in）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

样适用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工人

阶级，也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
但是，正是研究中国“重返阶级”的过程使我

们认识到：在实际的工人抗争中，除了少数案例，

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召唤新的政治尝试的努力并

不成功。我在此用工人抗争这一说法，而不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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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级斗争这一曾经如此广泛运用的概念，也包

含了对于工人运动的政治性质的重新理解，例

如，以法律维权为中心的“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不过是一

种有关个人权利的市民斗争？阶级斗争是一个

改变社会和生产体制的运动，而市民维权运动则

是通过运用这一体制的法律规范以捍卫自身利

益的斗争，其结果是促使体制运转的更加完善

化，而不是颠覆这一体制。而且，对于那些并未

受到劳动法规保护的劳动者，法律维权的路径是

无效的或者很大程度上无效的。

因此，在“重返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对阶级

概念本身加以再分析，否则就无法理解阶级政治

的消失或弱化这一现象。首先，在生产和生活过

程中，新工人逐渐地形成了某种朴素的群体意

识，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均与20世纪的“阶级意

识”有着深刻差异。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朴素的群

体意识是否会像经典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从自

在上升为自为，即从一个受制于劳动分工的阶层

上升为具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并致力于实现这一

目标的政治力量或政治阶级。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

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

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

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

动，便并入资本。”􀃊􀁉􀁛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只是资本

的一种形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自我意识。

因此，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

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在观察英国工人阶级

的形成时，汤普森批评那些教条的阶级论者的观

点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

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

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 。”它不是

“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

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

生）的某种东西”。􀃊􀁊􀁒“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

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

可能理解阶级。”􀃊􀁊􀁓但是，在当代沿海的大工业生

产中，无论是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还是与城市

社会形成隔离的居住模式，及宿舍—车间之间往

返的生存状态，工人群体间的“人与人的相互关

系”被降至最低限度。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仅仅发

生在生产场所之外的有限空间。每一劳动者只

是单一地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条件

下，阶级文化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难以形成。

这里不妨从劳动者的待遇和生产场所的改

变的角度比较新工人与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境

遇。不仅在物质待遇、道德标志上，而且也在法

律和政治上，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的位置截然不

同。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待遇方

面，即新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虽然同为工人，但

过去在国企或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享有国家工

人或集体企业工人的编制和相应的待遇，而新打

工者却没有。在许多行业，他们甚至无法获得

《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分

部分地源自传统的城乡身份，即新工人并不享有

“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城市公民待遇——这里强

调“过去的国企工人”，是为了说明工人身份的差

异并不只是企业所有权的产物，而是社会体制转

变的后果。在当代语境中，国有与私有的企业性

质并不根本性地决定工人的地位。在市场条件

下，国企招募工人的原则与跨国企业或私人企业

差别不大，即便新工人进入的是国企而不是私企

或跨国企业，其身份和位置也完全不同于社会主

义时期的工人阶级。

因此，从待遇方面区分两者只是触及了问题

的一个方面，而即便是这个方面也是社会体制差

异的后果。老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的是单位，一

个微型的小社会，而打工者的生存空间却是单纯

地为资本增值而保持再生产的生产机构。在单

位中，人并不仅仅作为生产者发生相互关联，单

位内部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持续的政治、文化、

经济、亲缘的关系，也产生着劳动者参与的各种

可能实践。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于社会主义时期

的单位制度的批判渐成潮流，主要原因是单位制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逐渐演变为一种分配和政治

控制，而不再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但这

一批判没有触及的是：单位作为控制机制的完善

化恰恰与单位日益成为相对单纯的生产场所这

一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参与性的降

低甚至消失是中国革命所倡导的“人民民主”走

向失败的标志之一。这是社会主义生产体制向

市场社会的生产体制转型的前奏。

其次，除了前述由于生产过程和居住条件的

变化而产生的工人群体间“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的压缩现象之外，我们很少发现新工人群体与其

他阶层间的政治互动。20世纪工人阶级文化的

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工人群体自发运动的产物，而

是一个由不同的“分子”介入其间而进行政治创

造的复杂历史过程的结果。早期工人阶级的政

治代表不是从工人群体中产生的，而是来自被抛

入无产阶级群体的、“背叛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及

其从属的政治运动。除了以工人阶级先锋队自

居的革命政党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

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

高度政治化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

献。但反观“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与过去被抛

入无产阶级群体的知识分子相比，其身份归属很

不确定，政治诉求也更加多元；他们的政治动员

力大大高于新工人，但其消费性的政治话语——

包括对抗国家的话语——与工人群体殊少关联。

因此，一方面，新工人规模巨大，在“世界工

厂”中贡献最多，但他们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

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由于

缺乏阶级间的互动和“新穷人”中“有教养的阶

层”的政治介入，其“阶级命运”始终不能上升为

一个政治课题。“新穷人”群体或其他社会阶层几

乎没有发生过 20世纪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

分子的那种以“阶级背叛”（即背叛自己出身的阶

级而投身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展开的政治进

程）为特征的政治行动。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

中，许多“新工人”分享着“新穷人”的梦想，而在

“新穷人”的梦想，甚至政治性诉求中，几乎不存

在“新工人”的身影。这里既没有 20世纪政治文

化中的“阶级背叛”现象，也难以产生以创造新的

普遍性为宗旨的革命或社会再造运动。所有这

一切显示了在新的社会体制下社会构成之间的

政治性断裂，而“新工人”与“新穷人”之间的隔绝

就是这一政治性断裂的例证——这是从同一进

程中产生的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隔绝的阶层。

在公共领域中，少数致力于工人问题研究的学者

不断提出政策建议和维权呼吁，但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呼吁和建议也努力采取“非政治的”形

式，即技术性的形式。

第三，工人阶级的转型不仅涉及物质、法律

过程，而且还涉及道德和政治过程。相对于“新

穷人”群体在新媒体中的活跃状态，新工人在政

治领域几乎毫无声息。这不仅是文化、教育及技

术背景的落差造成的，而且更是重构阶级关系的

政治过程的产物。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缺位标

志着 20世纪出现的工人国家的破产。从政治的

角度看，工人国家的破产与工人阶级政党的转型

——我也称之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性的断

裂”——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工人阶级作为

国家领导阶级的宪法原则之空洞化正是这一过

程的必然结果。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

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机构中，难以见到新工

人的身影，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资本与权力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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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级斗争这一曾经如此广泛运用的概念，也包

含了对于工人运动的政治性质的重新理解，例

如，以法律维权为中心的“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在多大程度上不过是一

种有关个人权利的市民斗争？阶级斗争是一个

改变社会和生产体制的运动，而市民维权运动则

是通过运用这一体制的法律规范以捍卫自身利

益的斗争，其结果是促使体制运转的更加完善

化，而不是颠覆这一体制。而且，对于那些并未

受到劳动法规保护的劳动者，法律维权的路径是

无效的或者很大程度上无效的。

因此，在“重返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对阶级

概念本身加以再分析，否则就无法理解阶级政治

的消失或弱化这一现象。首先，在生产和生活过

程中，新工人逐渐地形成了某种朴素的群体意

识，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均与20世纪的“阶级意

识”有着深刻差异。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朴素的群

体意识是否会像经典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从自

在上升为自为，即从一个受制于劳动分工的阶层

上升为具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并致力于实现这一

目标的政治力量或政治阶级。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

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

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

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

动，便并入资本。”􀃊􀁉􀁛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只是资本

的一种形式，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自我意识。

因此，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

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在观察英国工人阶级

的形成时，汤普森批评那些教条的阶级论者的观

点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

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

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 。”它不是

“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

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

生）的某种东西”。􀃊􀁊􀁒“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

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

可能理解阶级。”􀃊􀁊􀁓但是，在当代沿海的大工业生

产中，无论是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还是与城市

社会形成隔离的居住模式，及宿舍—车间之间往

返的生存状态，工人群体间的“人与人的相互关

系”被降至最低限度。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仅仅发

生在生产场所之外的有限空间。每一劳动者只

是单一地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条件

下，阶级文化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难以形成。

这里不妨从劳动者的待遇和生产场所的改

变的角度比较新工人与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境

遇。不仅在物质待遇、道德标志上，而且也在法

律和政治上，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的位置截然不

同。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待遇方

面，即新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虽然同为工人，但

过去在国企或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享有国家工

人或集体企业工人的编制和相应的待遇，而新打

工者却没有。在许多行业，他们甚至无法获得

《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分

部分地源自传统的城乡身份，即新工人并不享有

“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城市公民待遇——这里强

调“过去的国企工人”，是为了说明工人身份的差

异并不只是企业所有权的产物，而是社会体制转

变的后果。在当代语境中，国有与私有的企业性

质并不根本性地决定工人的地位。在市场条件

下，国企招募工人的原则与跨国企业或私人企业

差别不大，即便新工人进入的是国企而不是私企

或跨国企业，其身份和位置也完全不同于社会主

义时期的工人阶级。

因此，从待遇方面区分两者只是触及了问题

的一个方面，而即便是这个方面也是社会体制差

异的后果。老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的是单位，一

个微型的小社会，而打工者的生存空间却是单纯

地为资本增值而保持再生产的生产机构。在单

位中，人并不仅仅作为生产者发生相互关联，单

位内部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持续的政治、文化、

经济、亲缘的关系，也产生着劳动者参与的各种

可能实践。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于社会主义时期

的单位制度的批判渐成潮流，主要原因是单位制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逐渐演变为一种分配和政治

控制，而不再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但这

一批判没有触及的是：单位作为控制机制的完善

化恰恰与单位日益成为相对单纯的生产场所这

一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参与性的降

低甚至消失是中国革命所倡导的“人民民主”走

向失败的标志之一。这是社会主义生产体制向

市场社会的生产体制转型的前奏。

其次，除了前述由于生产过程和居住条件的

变化而产生的工人群体间“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的压缩现象之外，我们很少发现新工人群体与其

他阶层间的政治互动。20世纪工人阶级文化的

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工人群体自发运动的产物，而

是一个由不同的“分子”介入其间而进行政治创

造的复杂历史过程的结果。早期工人阶级的政

治代表不是从工人群体中产生的，而是来自被抛

入无产阶级群体的、“背叛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及

其从属的政治运动。除了以工人阶级先锋队自

居的革命政党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

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

高度政治化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

献。但反观“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与过去被抛

入无产阶级群体的知识分子相比，其身份归属很

不确定，政治诉求也更加多元；他们的政治动员

力大大高于新工人，但其消费性的政治话语——

包括对抗国家的话语——与工人群体殊少关联。

因此，一方面，新工人规模巨大，在“世界工

厂”中贡献最多，但他们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

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由于

缺乏阶级间的互动和“新穷人”中“有教养的阶

层”的政治介入，其“阶级命运”始终不能上升为

一个政治课题。“新穷人”群体或其他社会阶层几

乎没有发生过 20世纪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

分子的那种以“阶级背叛”（即背叛自己出身的阶

级而投身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展开的政治进

程）为特征的政治行动。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

中，许多“新工人”分享着“新穷人”的梦想，而在

“新穷人”的梦想，甚至政治性诉求中，几乎不存

在“新工人”的身影。这里既没有 20世纪政治文

化中的“阶级背叛”现象，也难以产生以创造新的

普遍性为宗旨的革命或社会再造运动。所有这

一切显示了在新的社会体制下社会构成之间的

政治性断裂，而“新工人”与“新穷人”之间的隔绝

就是这一政治性断裂的例证——这是从同一进

程中产生的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隔绝的阶层。

在公共领域中，少数致力于工人问题研究的学者

不断提出政策建议和维权呼吁，但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呼吁和建议也努力采取“非政治的”形

式，即技术性的形式。

第三，工人阶级的转型不仅涉及物质、法律

过程，而且还涉及道德和政治过程。相对于“新

穷人”群体在新媒体中的活跃状态，新工人在政

治领域几乎毫无声息。这不仅是文化、教育及技

术背景的落差造成的，而且更是重构阶级关系的

政治过程的产物。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缺位标

志着 20世纪出现的工人国家的破产。从政治的

角度看，工人国家的破产与工人阶级政党的转型

——我也称之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性的断

裂”——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工人阶级作为

国家领导阶级的宪法原则之空洞化正是这一过

程的必然结果。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

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机构中，难以见到新工

人的身影，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资本与权力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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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基本政治机构并非偶然，工人国家的破产与适

应市场经济形成而产生的法律变革和政治变革

的进程是相互重叠的。

四、打工短期化、法律维权与政治正义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权利问题已不

再是一个宪法和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权利的

界定问题，但迄今为止的法律维权并未改变新工

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新工人的斗争

在文化上产生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那些源自新工

人的写作、音乐和其他形式（如打工者博物馆）正

在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提供文化支持。然而，在新

工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很难发现20世纪曾经出

现过的那个活跃的政治进程。这里主要分析三

种“新工人”斗争的主要方式，说明工人运动的

“去政治化”现象和“重新政治化”的可能性。

第一种斗争形式是打工短期化。新工人渴

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

城里人平等的待遇。除了抗议、罢工等传统斗争

手段之外，打工者也用“炒老板鱿鱼”的方式与资

方博弈。根据吕途的调查，打工者换工作的主要

原因不是被老板开除，而是因为工作条件差、劳

动保护差、工作无聊、谋求更好的待遇或技术提

升而选择主动离开。􀃊􀁊􀁔也有少数工人出于对造假

制假的黑心工厂的憎恶而辞去工作。在存在大

量过剩劳动力的条件下，中国的劳动者以“用工

荒”为“弱者的武器”，与企业和政府进行博弈和

角力，成为推动劳资关系发生局部改变的动力之

一。对于工人群体而言，打工短期化具有双重效

果，一方面，这是打工者的消极抵抗方式，可能促

成工人群体的自我意识，而另一方面，这也导致

劳动者因流动性过高而难以形成团结的力量。

“提前离开”创造了一个不利条件，即由于违约在

先，劳动合同法无法提供对劳动权利的保护，造

成对工人自身的伤害，进而为资方“合法地”剥削

劳工提供基础。

为了减轻辞职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发

现两种斗争形式，其中一种是通过法律援助，追

回部分损失；另一种则是在沿海工厂与工人来源

地之间形成“领工制”，即由包工头作为工人与资

方的中介，一方面保证资方的劳动力需求，另一

方面则作为工人群体的代表与资方谈判，以求得

打工短期化条件下的经济补偿。领工制曾经是

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它在减轻工人经

济损失的同时，事实上也使得工人处于双重盘剥

的条件之下，限制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向阶级形成

的方向转变。打工短期化使得工人群体成为一

个难以形成稳定关系的群体，说到底，它并不是

工人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全球化条件下新的生产

和流通条件的结果。

第二种形式是法律维权。劳动的商品化不

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脱离了与这一

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家介入（包括制定法

律、出台政策以及各种政府行为），我们不可能理

解雇佣劳工的形成。􀃊􀁊􀁕由于并不存在新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目标或想象，有关雇佣劳动的斗争主要

采取市场—国家框架下的法律维权策略。李静

君特别强调新法律的制定与劳工状态的关系，她

指出“除了服务于经济改革的需求之外（保护私

有产权，契约、执照认可），这些法规还规定了不

同社会群体的权益，制度化社会冲突的调节，并

不经意间扩展了参数内公民的法律权利。20世

纪 90年代颁布的《工会法》、《劳工法》以及《保护

妇女权益法》都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影响。此

外，包括劳工争议仲裁、社会保险、最低生活水

平、失业救济等在内的一系列覆盖工人各方面生

活条件的管理规则和社会政策也得以颁布”􀃊􀁊􀁖，

“如今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私有产业中私人资

本（海外及国内）和农民工之间，同样存在于经理

制改革后的国企经理和老工人之间。劳工冲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剧增，但不再是在企业层面上

被基层党组织以个人命令的方式加以处理，而是

借助一套外在、普遍的（法律）系统。尽管国家的

执法能力还远不理想，但至少已经开始将阶级冲

突引入一个新的、扩展的法规领域，为工人确立

其权益并为之斗争提供了新的法律诉求的维

度”。􀃊􀁊􀁗
除了上面提及的几项法律之外，当代劳资冲

突也围绕着《劳动合同法》和《物权法》的相关条

款而展开。法律维权对于新工人群体的自我意

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 19世纪和 20世

纪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法律维

权难以起到全面保护劳动者的作用。首先，前引

黄宗智的研究说明，当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处

于《劳动法》保护之外，其权益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得以落实。其次，法律维权集中于个人权利，围

绕法律正义的斗争在个别情况下也会转化为事

关政治正义的斗争，例如2003年由孙志刚案件而

引发的废除收容制度的斗争，以及为打工者在城

市生活中的地位而展开的废除城乡户籍区分的

斗争。劳工的维权行动常常采用集体谈判的形

式，这也有利于劳工政治的形成。换句话说，法

律正义与政治正义存在着交叉点，法律斗争与政

治斗争存在着重叠之处。但是，在多数劳资纠纷

中，法律维权并不涉及当代社会形态是否正义的

问题，故此通过法律维权虽然能够扩展工人阶级

的权益范围，但这一进程与由工人国家的失败所

导致的工人权益丧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并不

清晰。

如果将新工人及其斗争与老工人及其斗争

相比较，那么后者的社会地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

的产物，即老工人阶级试图将自身的命运与新的

社会体制相关联，而不是将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

限制在维护个人权利抑或捍卫本阶级利益的范

畴内。在调查扬州国有纺织工厂改制的罢工运

动和法律斗争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老工人的

斗争也是从利益出发的，但这种斗争往往诉诸某

种普遍的、公共的价值，如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

人吗？什么是全民所有？诉讼虽然以民事诉讼

的形式展开，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围绕宪法而展

开的政治辩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在理解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需

要同时理解有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

则，即工人阶级的角色与一种普遍的利益密切相

关，它不是为少数人或工人阶级自身而设定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地位是与这一宪法

权利——尤其是生成这一宪法权利的政治过程

——密切相关的。不理解 20世纪的政治过程和

政治文化的生成，也很难理解这一宪法原则的诞

生。老工人们试图通过法律斗争重申工人阶级

的宪法地位，反对地方政府以所有者名义和招商

引资的方式处置工厂——工厂是公共财产，对于

这份公共财产的命运，工人阶级应该拥有符合宪

法条款的、作为工厂所有者之一的决定权。但在

新工人的维权斗争中，却鲜少看到这一类型的、

以法律维权形式展开的政治斗争。

在法律维权过程中，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

是：法律维权产生于劳资纠纷，但工人斗争却常

常发生在工人与国家的对抗之中，并与其他形态

的社会事件相互交织。􀃊􀁊􀁚当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

问题时，抗议运动常常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在

有些论述和媒体传播中，则进一步指向违反人权

的“专制国家”），似乎这些新的矛盾和冲突不过

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恶果，而不是工人国家失败

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酿成。按照这一意识形态

的逻辑，工人与国家间的博弈必须以市场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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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基本政治机构并非偶然，工人国家的破产与适

应市场经济形成而产生的法律变革和政治变革

的进程是相互重叠的。

四、打工短期化、法律维权与政治正义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权利问题已不

再是一个宪法和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权利的

界定问题，但迄今为止的法律维权并未改变新工

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新工人的斗争

在文化上产生了颇为丰硕的成果，那些源自新工

人的写作、音乐和其他形式（如打工者博物馆）正

在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提供文化支持。然而，在新

工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很难发现20世纪曾经出

现过的那个活跃的政治进程。这里主要分析三

种“新工人”斗争的主要方式，说明工人运动的

“去政治化”现象和“重新政治化”的可能性。

第一种斗争形式是打工短期化。新工人渴

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

城里人平等的待遇。除了抗议、罢工等传统斗争

手段之外，打工者也用“炒老板鱿鱼”的方式与资

方博弈。根据吕途的调查，打工者换工作的主要

原因不是被老板开除，而是因为工作条件差、劳

动保护差、工作无聊、谋求更好的待遇或技术提

升而选择主动离开。􀃊􀁊􀁔也有少数工人出于对造假

制假的黑心工厂的憎恶而辞去工作。在存在大

量过剩劳动力的条件下，中国的劳动者以“用工

荒”为“弱者的武器”，与企业和政府进行博弈和

角力，成为推动劳资关系发生局部改变的动力之

一。对于工人群体而言，打工短期化具有双重效

果，一方面，这是打工者的消极抵抗方式，可能促

成工人群体的自我意识，而另一方面，这也导致

劳动者因流动性过高而难以形成团结的力量。

“提前离开”创造了一个不利条件，即由于违约在

先，劳动合同法无法提供对劳动权利的保护，造

成对工人自身的伤害，进而为资方“合法地”剥削

劳工提供基础。

为了减轻辞职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发

现两种斗争形式，其中一种是通过法律援助，追

回部分损失；另一种则是在沿海工厂与工人来源

地之间形成“领工制”，即由包工头作为工人与资

方的中介，一方面保证资方的劳动力需求，另一

方面则作为工人群体的代表与资方谈判，以求得

打工短期化条件下的经济补偿。领工制曾经是

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一，它在减轻工人经

济损失的同时，事实上也使得工人处于双重盘剥

的条件之下，限制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向阶级形成

的方向转变。打工短期化使得工人群体成为一

个难以形成稳定关系的群体，说到底，它并不是

工人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全球化条件下新的生产

和流通条件的结果。

第二种形式是法律维权。劳动的商品化不

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脱离了与这一

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家介入（包括制定法

律、出台政策以及各种政府行为），我们不可能理

解雇佣劳工的形成。􀃊􀁊􀁕由于并不存在新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目标或想象，有关雇佣劳动的斗争主要

采取市场—国家框架下的法律维权策略。李静

君特别强调新法律的制定与劳工状态的关系，她

指出“除了服务于经济改革的需求之外（保护私

有产权，契约、执照认可），这些法规还规定了不

同社会群体的权益，制度化社会冲突的调节，并

不经意间扩展了参数内公民的法律权利。20世

纪 90年代颁布的《工会法》、《劳工法》以及《保护

妇女权益法》都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影响。此

外，包括劳工争议仲裁、社会保险、最低生活水

平、失业救济等在内的一系列覆盖工人各方面生

活条件的管理规则和社会政策也得以颁布”􀃊􀁊􀁖，

“如今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私有产业中私人资

本（海外及国内）和农民工之间，同样存在于经理

制改革后的国企经理和老工人之间。劳工冲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剧增，但不再是在企业层面上

被基层党组织以个人命令的方式加以处理，而是

借助一套外在、普遍的（法律）系统。尽管国家的

执法能力还远不理想，但至少已经开始将阶级冲

突引入一个新的、扩展的法规领域，为工人确立

其权益并为之斗争提供了新的法律诉求的维

度”。􀃊􀁊􀁗
除了上面提及的几项法律之外，当代劳资冲

突也围绕着《劳动合同法》和《物权法》的相关条

款而展开。法律维权对于新工人群体的自我意

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 19世纪和 20世

纪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法律维

权难以起到全面保护劳动者的作用。首先，前引

黄宗智的研究说明，当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处

于《劳动法》保护之外，其权益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得以落实。其次，法律维权集中于个人权利，围

绕法律正义的斗争在个别情况下也会转化为事

关政治正义的斗争，例如2003年由孙志刚案件而

引发的废除收容制度的斗争，以及为打工者在城

市生活中的地位而展开的废除城乡户籍区分的

斗争。劳工的维权行动常常采用集体谈判的形

式，这也有利于劳工政治的形成。换句话说，法

律正义与政治正义存在着交叉点，法律斗争与政

治斗争存在着重叠之处。但是，在多数劳资纠纷

中，法律维权并不涉及当代社会形态是否正义的

问题，故此通过法律维权虽然能够扩展工人阶级

的权益范围，但这一进程与由工人国家的失败所

导致的工人权益丧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并不

清晰。

如果将新工人及其斗争与老工人及其斗争

相比较，那么后者的社会地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

的产物，即老工人阶级试图将自身的命运与新的

社会体制相关联，而不是将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

限制在维护个人权利抑或捍卫本阶级利益的范

畴内。在调查扬州国有纺织工厂改制的罢工运

动和法律斗争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老工人的

斗争也是从利益出发的，但这种斗争往往诉诸某

种普遍的、公共的价值，如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

人吗？什么是全民所有？诉讼虽然以民事诉讼

的形式展开，但实际上更像是一场围绕宪法而展

开的政治辩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在理解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需

要同时理解有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

则，即工人阶级的角色与一种普遍的利益密切相

关，它不是为少数人或工人阶级自身而设定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地位是与这一宪法

权利——尤其是生成这一宪法权利的政治过程

——密切相关的。不理解 20世纪的政治过程和

政治文化的生成，也很难理解这一宪法原则的诞

生。老工人们试图通过法律斗争重申工人阶级

的宪法地位，反对地方政府以所有者名义和招商

引资的方式处置工厂——工厂是公共财产，对于

这份公共财产的命运，工人阶级应该拥有符合宪

法条款的、作为工厂所有者之一的决定权。但在

新工人的维权斗争中，却鲜少看到这一类型的、

以法律维权形式展开的政治斗争。

在法律维权过程中，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

是：法律维权产生于劳资纠纷，但工人斗争却常

常发生在工人与国家的对抗之中，并与其他形态

的社会事件相互交织。􀃊􀁊􀁚当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

问题时，抗议运动常常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在

有些论述和媒体传播中，则进一步指向违反人权

的“专制国家”），似乎这些新的矛盾和冲突不过

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恶果，而不是工人国家失败

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酿成。按照这一意识形态

的逻辑，工人与国家间的博弈必须以市场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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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为前提。因此，如果不重新分析国家在调

节、管理、规范、形塑劳资关系方面的角色，就不

可能准确把握法律维权与政治进程之间的关

系。在19～20世纪，资本的运作始终依托于各种

权力，尤其是殖民主义国家和官僚体制的权力，

但劳资矛盾清晰地表现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

接对抗。当工人运动认识到国家是“资产阶级的

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时候，针对工厂主的斗争开

始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

伴随着向市场社会的转型，原先的工人国家

开始扮演资本与劳动的双重代理人角色。从自

由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如通过放松户籍制度和改

变城乡关系将农民抛入城市），到招商引资政策

的出台，从工人组织的形塑和限制，到金融体制

的规范，无一不是国家主导的结果。资本与权力

日益紧密的联盟使得国家对劳动权利的“代理”

逐渐空洞化，但其作为劳动的代理人角色却未发

生根本变化。在工人国家发生剧烈转型的条件

下，声称代表工人利益的国家转而与劳工阶级之

间发生深刻断裂，劳资对抗经常地呈现为劳动与

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不同于 19世纪和 20世

纪的工人阶级斗争，工人与国家的直接对抗不是

朝着创造工人国家的方向而发展，而是朝着一种

更接近于 19世纪和 20世纪前期的经济体制的方

向转化，即要求国家彻底放弃其工人国家的性

质，落实物权法所规定的法律权利。

法律维权中有一个集体权力的领域，可以在

个人权利与工人群体权利之间提供政治空间。

这就是工会的重建。19世纪前期的欧洲，在工人

阶级政党尚未出现的时代，是工会领导工人罢

工，组织工人和帮助工人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捍

卫自身利益。行会团体、职业性的联合、工会的

发展是初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工会运动至今

仍然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形态。19世纪

中期至 20世纪的前半叶，就欧洲社会而言，工会

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政党得以形成的前提，或

者说，政党是从工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工人

阶级不是政党的产物，相反，阶级性政党是在工

会运动的基础上从工人阶级内部诞生的。􀃊􀁊􀁛但

是，在中国，以及在许多发生了现代革命的农业

社会，工会以及农会却是政党组织劳工、推进阶

级运动的工具。

在工人国家内部，工会介于群众与政党及国

家之间，其主要职能是“说服群众”，扮演列宁所

谓“国家政权的‘蓄水池’”的角色。􀃊􀁋􀁒然而，在工

人国家的转型和政党国家化的过程，工会作为

“说服群众”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机器

变成了“说服群众”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机器。由

于工会与国家连体，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

工会几乎丧失了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转而成为

协助地方政府和资方重组企业、剥夺工人权利的

机制。因此，工人们需要“重组工会”——重组不

仅是就通过选举改变工会成员，尤其是领导人等

方面而言，而且也是就工会角色而言——伴随工

人国家的失败和“政党的国家化”，工会不再是介

于工人国家与群众间的“说服机器”或工人国家

的“蓄水池”，而应是捍卫工人权益、促成劳动者

联合、形成新的平等政治的自主性网络。

资本对国家的渗透从未达到过如今的水

平。在国企改制中，资本的创生的确有些像19世
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说的那样，“国家创

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

己的资本。”􀃊􀁋􀁓但这只是表象，实质是国家与资本

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重组。所谓“国家恩赐”，不过

是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退出”的另一种表达。离

开了市场转型这一根本性转变，我们甚至无法理

解这些国家行为的实质含义到底是什么。因此，

工人面对的问题在另一个层次和历史语境中“重

复”着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争论，即工人斗争

的对象是国家还是资本，工人运动的经济斗争是

否应该转变为政治斗争？在19世纪，无政府主义

者认为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

从而将国家设定为工人斗争的目标，共产主义者

则认为工人的困境来源于资本，或者说，“由于社

会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

立”，􀃊􀁋􀁔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或自由主义者则拼命

想把工会运动的基础——经济斗争——变成脱

离政治斗争的独立的斗争，即在法权范围内的

改良。

在当代的语境中，上述三者的选择均告失

败：首先，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目标，即通过

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来推进社会主义过渡的

政治路径已经伴随工人国家的失败而破产，针对

资本的工人斗争不再可能采取以掌握国家政权

为目标的革命，工会也不可能像列宁等人期待的

那样成为某种向夺取政权方向过渡的“政治机

关”。􀃊􀁋􀁕第二，在高度金融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中，将整个斗争的目标对准国家显然忽略了新工

人的处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关系。

高度流动的资本与打工短期化相呼应，普遍的乡

村危机与城市化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关系相联系，

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非人化与高度整合的、以

通过追求生产率来获取高额利润为唯一目标的

生产方式相匹配，国家及其发展政策只不过是适

应这一大转变的政治机制。一方面，新工人面对

的是低工资、低劳保，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彻底的

非人化，从而通过国家重建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再

分配体制成为改善其经济地位和劳动保障的必

要方式；另一方面，新工人还承受着不平等的社

会身份，以及因家乡——广阔的中国乡村——的

解体和转化所带来的情感折磨。这种困境不可

能单纯地通过再分配过程而得以改善，而需要改

变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城乡关系恶化的状况才

有可能缓解。第三，由于金融化、资本化的生产

过程并不仅仅发生在劳资关系之中，而且也发生

在其他各领域（如城乡关系、教育体制、区域差

别、跨国关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等），试图

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在不触动当代基本的生产关

系、发展模式的条件下，以完善“市场体系”为唯

一诉求，从而将工人斗争限制在法权范围之内，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群体的处境。在当

代条件下，甚至19世纪的工会形式本身也难以适

应当代挑战。

当下的问题更加接近于 19世纪而不是 20世
纪工人运动的问题，即工人群体必须通过自身的

再组织或再形成将自身建构为一种政治力量，而

难以通过工人国家的框架实现自己的“领导”职

能。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没有意义，相

反，劳动者群体的政治诉求恰恰需要通过重申工

人国家的基本原则来获得自身的动员。在新的

语境中，试图绕过工人群体的经济斗争，以及以

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去探寻政治正义的维度是

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如果不能将探寻法

律正义扩展为探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发展模式

的可能性，亦即不讨论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

的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处境，

而重申和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权利正是连

接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的有效途径。较之 19世

纪的欧洲或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领域已经发

生了深刻的改变，其核心是推动阶级形成的政治

进程终结了，推动阶级政治的革命机器即工人阶

级政党已经转化成为一个以发展和管理经济为

中心任务的国家体制的内在部分。正是由于失

去了上述政治性的动力，尽管中国正在诞生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新工人群体，阶级概念却在政治领

域逐渐失效。

因此，“重新政治化”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

究竟在怎样的基础上、以何种形式“重新政治化”

呢？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与激进左翼的“帝

国”及“诸众”（multitude）等范畴，在左右分野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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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为前提。因此，如果不重新分析国家在调

节、管理、规范、形塑劳资关系方面的角色，就不

可能准确把握法律维权与政治进程之间的关

系。在19～20世纪，资本的运作始终依托于各种

权力，尤其是殖民主义国家和官僚体制的权力，

但劳资矛盾清晰地表现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

接对抗。当工人运动认识到国家是“资产阶级的

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时候，针对工厂主的斗争开

始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

伴随着向市场社会的转型，原先的工人国家

开始扮演资本与劳动的双重代理人角色。从自

由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如通过放松户籍制度和改

变城乡关系将农民抛入城市），到招商引资政策

的出台，从工人组织的形塑和限制，到金融体制

的规范，无一不是国家主导的结果。资本与权力

日益紧密的联盟使得国家对劳动权利的“代理”

逐渐空洞化，但其作为劳动的代理人角色却未发

生根本变化。在工人国家发生剧烈转型的条件

下，声称代表工人利益的国家转而与劳工阶级之

间发生深刻断裂，劳资对抗经常地呈现为劳动与

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不同于 19世纪和 20世

纪的工人阶级斗争，工人与国家的直接对抗不是

朝着创造工人国家的方向而发展，而是朝着一种

更接近于 19世纪和 20世纪前期的经济体制的方

向转化，即要求国家彻底放弃其工人国家的性

质，落实物权法所规定的法律权利。

法律维权中有一个集体权力的领域，可以在

个人权利与工人群体权利之间提供政治空间。

这就是工会的重建。19世纪前期的欧洲，在工人

阶级政党尚未出现的时代，是工会领导工人罢

工，组织工人和帮助工人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捍

卫自身利益。行会团体、职业性的联合、工会的

发展是初期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工会运动至今

仍然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形态。19世纪

中期至 20世纪的前半叶，就欧洲社会而言，工会

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政党得以形成的前提，或

者说，政党是从工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工人

阶级不是政党的产物，相反，阶级性政党是在工

会运动的基础上从工人阶级内部诞生的。􀃊􀁊􀁛但

是，在中国，以及在许多发生了现代革命的农业

社会，工会以及农会却是政党组织劳工、推进阶

级运动的工具。

在工人国家内部，工会介于群众与政党及国

家之间，其主要职能是“说服群众”，扮演列宁所

谓“国家政权的‘蓄水池’”的角色。􀃊􀁋􀁒然而，在工

人国家的转型和政党国家化的过程，工会作为

“说服群众”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机器

变成了“说服群众”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机器。由

于工会与国家连体，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

工会几乎丧失了保护工人利益的职能，转而成为

协助地方政府和资方重组企业、剥夺工人权利的

机制。因此，工人们需要“重组工会”——重组不

仅是就通过选举改变工会成员，尤其是领导人等

方面而言，而且也是就工会角色而言——伴随工

人国家的失败和“政党的国家化”，工会不再是介

于工人国家与群众间的“说服机器”或工人国家

的“蓄水池”，而应是捍卫工人权益、促成劳动者

联合、形成新的平等政治的自主性网络。

资本对国家的渗透从未达到过如今的水

平。在国企改制中，资本的创生的确有些像19世
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所说的那样，“国家创

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

己的资本。”􀃊􀁋􀁓但这只是表象，实质是国家与资本

在全球化条件下的重组。所谓“国家恩赐”，不过

是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退出”的另一种表达。离

开了市场转型这一根本性转变，我们甚至无法理

解这些国家行为的实质含义到底是什么。因此，

工人面对的问题在另一个层次和历史语境中“重

复”着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争论，即工人斗争

的对象是国家还是资本，工人运动的经济斗争是

否应该转变为政治斗争？在19世纪，无政府主义

者认为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

从而将国家设定为工人斗争的目标，共产主义者

则认为工人的困境来源于资本，或者说，“由于社

会发展所产生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阶级对

立”，􀃊􀁋􀁔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或自由主义者则拼命

想把工会运动的基础——经济斗争——变成脱

离政治斗争的独立的斗争，即在法权范围内的

改良。

在当代的语境中，上述三者的选择均告失

败：首先，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目标，即通过

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来推进社会主义过渡的

政治路径已经伴随工人国家的失败而破产，针对

资本的工人斗争不再可能采取以掌握国家政权

为目标的革命，工会也不可能像列宁等人期待的

那样成为某种向夺取政权方向过渡的“政治机

关”。􀃊􀁋􀁕第二，在高度金融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中，将整个斗争的目标对准国家显然忽略了新工

人的处境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关系。

高度流动的资本与打工短期化相呼应，普遍的乡

村危机与城市化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关系相联系，

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非人化与高度整合的、以

通过追求生产率来获取高额利润为唯一目标的

生产方式相匹配，国家及其发展政策只不过是适

应这一大转变的政治机制。一方面，新工人面对

的是低工资、低劳保，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彻底的

非人化，从而通过国家重建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再

分配体制成为改善其经济地位和劳动保障的必

要方式；另一方面，新工人还承受着不平等的社

会身份，以及因家乡——广阔的中国乡村——的

解体和转化所带来的情感折磨。这种困境不可

能单纯地通过再分配过程而得以改善，而需要改

变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城乡关系恶化的状况才

有可能缓解。第三，由于金融化、资本化的生产

过程并不仅仅发生在劳资关系之中，而且也发生

在其他各领域（如城乡关系、教育体制、区域差

别、跨国关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等），试图

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在不触动当代基本的生产关

系、发展模式的条件下，以完善“市场体系”为唯

一诉求，从而将工人斗争限制在法权范围之内，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群体的处境。在当

代条件下，甚至19世纪的工会形式本身也难以适

应当代挑战。

当下的问题更加接近于 19世纪而不是 20世
纪工人运动的问题，即工人群体必须通过自身的

再组织或再形成将自身建构为一种政治力量，而

难以通过工人国家的框架实现自己的“领导”职

能。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没有意义，相

反，劳动者群体的政治诉求恰恰需要通过重申工

人国家的基本原则来获得自身的动员。在新的

语境中，试图绕过工人群体的经济斗争，以及以

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去探寻政治正义的维度是

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如果不能将探寻法

律正义扩展为探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发展模式

的可能性，亦即不讨论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

的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处境，

而重申和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权利正是连

接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的有效途径。较之 19世

纪的欧洲或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领域已经发

生了深刻的改变，其核心是推动阶级形成的政治

进程终结了，推动阶级政治的革命机器即工人阶

级政党已经转化成为一个以发展和管理经济为

中心任务的国家体制的内在部分。正是由于失

去了上述政治性的动力，尽管中国正在诞生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新工人群体，阶级概念却在政治领

域逐渐失效。

因此，“重新政治化”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但

究竟在怎样的基础上、以何种形式“重新政治化”

呢？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与激进左翼的“帝

国”及“诸众”（multitude）等范畴，在左右分野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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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对立、泾渭分明，但同时共享着对将阶级作为

新政治之基础这一预设的否定。现在的问题不

同以往：在新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新的政

治还能奠基于阶级范畴之上吗？在这里，真正的

问题既不在于用政治正义的命题或重申工人阶

级的领导地位的教条去替换法律正义，也不在于

需要寻找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衔接之道

（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于如何重新界定政治正

义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得以展开之前，新工人群体只能

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与他人的相关关系中

探寻新的动力和希望。在广本工人的斗争中，在

富士康工人无声的抗议中，在裕元鞋厂的工人罢

工中，在新工人为改变自己的物质命运和文化命

运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中，我们听到了这个群

体发声的愿望和要求。但这个群体如何才能将

自身的愿望和要求上升为政治的能量，进而为一

种普遍的尊严政治提供动力？这个群体的努力

如何才能突破自身群体的边界，成为人民大众的

普遍政治的一部分？在什么意义上，中国社会为

争取平等的斗争势必与维护和扩展社会主义宪

法及其权利体系相联系？

五、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的断裂

上述问题必须从检讨 20世纪形成的工人国

家的失败开始。劳动的解放、劳动者的平等和自

由，作为20世纪工人运动的成果凝聚在工人国家

及其宪法之中。工人国家的宪法原则是一个将

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

核心部分的政治进程的产物。重提宪法原则的

当代意义在于：在工人国家破产的情境下，是否

存在或需要一种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

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的政治进程？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追问：工人阶级如

何获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宪法地位，又为什么

会失去这一宪法地位？伴随着政党从阶级性政

党向“全面代表”的方向——亦即政党国家化的

方向——转化，先是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发生了转

变，继而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动摇了。老工人阶级

不但失去了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代言人，而且作为

一个整体在企业改制中被摧毁了。新的劳工群

体拥抱从自由流动中获得的解放，却没有能量在

新的生产和生活体系中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

他们像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农民一样，“不能以

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

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

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

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

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

和阳光”。􀃊􀁋􀁖在这个“被代表”的状态中，新工人甚

至不清楚自己的对立面何在，自己的利益与“普

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说，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

产生于三个环节，即工人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

之核心环节的工人阶级政党之巨变，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政治正义原则的解体。我将这一过程称

之为“代表性的断裂”，或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

间的脱节。工人国家的政治正义集中体现在其

宪法原则之中。正如上文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所显示的，这一原则集

中地体现在几个基本概念之上，即作为领导阶级

的工人阶级、作为统治基础的工农联盟、作为国

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作为权力

源泉的基本设定，以及作为这一体系的政治代表

的工人政党。政党、阶级、阶级联合、人民以及由

此形成的国家形式，说明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代表

关系。之所以说政治代表关系，而不是一般的代

表关系，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进程，这些范

畴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也就不存在代表性问

题。理解代表性断裂的前提，就是分析这一政治

进程的危机、停滞或中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制

度层面的代表性关系的消解，例如在人民代表大

会等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机器中，工人及其政治同

盟农民的代表比例大幅滑落。这是代表性断裂

的症候而非原因。没有持续的政治进程，即便添

加更多的工人或农民成员担任代表，也无助于工

人国家的恢复。

让我们从分析宪法原则中的阶级概念开

始。无论是解释工人国家的形成，还是分析工人

国家的失败，都必须回答以阶级为基础的代表性

政治与普遍利益之关系是如何构成的这一问

题。因此，这一阶级概念不能单纯地从财产权的

角度加以界定，而必须与领导权、代表性等政治

范畴连接起来才能充分理解。领导权与代表性

的问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

性的阶级分析而产生的。马克思说过：“至于讲

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

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

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

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

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

列几点：第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

定阶段相联系；第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

阶级专政；第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

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里所说

的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工

人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的“无产阶

级”并不只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规定的阶级，而

是一个普遍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国家中的

工人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工人国家是一个剥

夺了剥夺者的社会，从而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共同

体，即便是先前的皇帝、资本家、战犯等也是这一

劳动者共同体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范

畴，它保留了劳动分工意义上的阶级划分，同时

又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特质。代表

性或领导权的问题就内在于这一作为过渡形式

的国家形态之中。

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时

发现：这一生产形式导致整个社会分化为两大阶

级，从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

阶级对抗的政治。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能动的政

治力量将阶级的存在与一种致力于消灭阶级的

革命政治运动相关联，革命的代表性政治是不能

发生的。阶级的存在和阶级分化本身并不必然

导致革命政治。我们不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设

问：为什么在工人阶级相对弱小的现代中国，一

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却席卷了整个时代？为

什么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虽然工人阶级的

人数达到了近3亿，却并未产生19世纪和20世纪

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治？

阶级政治虽然依托于工人阶级这一客观的

社会阶层，但它预设了一种基于宏观的理论分析

而产生的政治斗争的方向，阶级政治只有在阶级

超越自身利益而代表普遍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

生，即只有当意识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是一种

阶级使命时，阶级政治才能诞生。基于对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工人阶级被确立为

一个政治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斗争指向消灭阶

级的未来，从而代表了人民的普遍利益和人类的

最终解放。正由于此，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和工

人国家中的独特地位并不能化约为工人阶级在

人口、社会分层及政治机构中的实际存在状态及

比例。从理论上说，一旦取消了阶级概念的政治

性，阶级概念就会沿着实证主义的逻辑滑向结构

性的阶层概念，工人阶级运动只是一种以捍卫本

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以工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

运动。在由社会分层、中产阶级和农民工等概念

构成的实证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强调社会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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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对立、泾渭分明，但同时共享着对将阶级作为

新政治之基础这一预设的否定。现在的问题不

同以往：在新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新的政

治还能奠基于阶级范畴之上吗？在这里，真正的

问题既不在于用政治正义的命题或重申工人阶

级的领导地位的教条去替换法律正义，也不在于

需要寻找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衔接之道

（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于如何重新界定政治正

义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得以展开之前，新工人群体只能

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与他人的相关关系中

探寻新的动力和希望。在广本工人的斗争中，在

富士康工人无声的抗议中，在裕元鞋厂的工人罢

工中，在新工人为改变自己的物质命运和文化命

运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中，我们听到了这个群

体发声的愿望和要求。但这个群体如何才能将

自身的愿望和要求上升为政治的能量，进而为一

种普遍的尊严政治提供动力？这个群体的努力

如何才能突破自身群体的边界，成为人民大众的

普遍政治的一部分？在什么意义上，中国社会为

争取平等的斗争势必与维护和扩展社会主义宪

法及其权利体系相联系？

五、工人国家的失败与代表性的断裂

上述问题必须从检讨 20世纪形成的工人国

家的失败开始。劳动的解放、劳动者的平等和自

由，作为20世纪工人运动的成果凝聚在工人国家

及其宪法之中。工人国家的宪法原则是一个将

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

核心部分的政治进程的产物。重提宪法原则的

当代意义在于：在工人国家破产的情境下，是否

存在或需要一种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

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的政治进程？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追问：工人阶级如

何获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宪法地位，又为什么

会失去这一宪法地位？伴随着政党从阶级性政

党向“全面代表”的方向——亦即政党国家化的

方向——转化，先是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发生了转

变，继而阶级与国家的关系动摇了。老工人阶级

不但失去了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代言人，而且作为

一个整体在企业改制中被摧毁了。新的劳工群

体拥抱从自由流动中获得的解放，却没有能量在

新的生产和生活体系中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

他们像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农民一样，“不能以

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

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

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

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

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

和阳光”。􀃊􀁋􀁖在这个“被代表”的状态中，新工人甚

至不清楚自己的对立面何在，自己的利益与“普

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从政治进程的角度说，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

产生于三个环节，即工人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型

之核心环节的工人阶级政党之巨变，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政治正义原则的解体。我将这一过程称

之为“代表性的断裂”，或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

间的脱节。工人国家的政治正义集中体现在其

宪法原则之中。正如上文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所显示的，这一原则集

中地体现在几个基本概念之上，即作为领导阶级

的工人阶级、作为统治基础的工农联盟、作为国

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作为权力

源泉的基本设定，以及作为这一体系的政治代表

的工人政党。政党、阶级、阶级联合、人民以及由

此形成的国家形式，说明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代表

关系。之所以说政治代表关系，而不是一般的代

表关系，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进程，这些范

畴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也就不存在代表性问

题。理解代表性断裂的前提，就是分析这一政治

进程的危机、停滞或中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制

度层面的代表性关系的消解，例如在人民代表大

会等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机器中，工人及其政治同

盟农民的代表比例大幅滑落。这是代表性断裂

的症候而非原因。没有持续的政治进程，即便添

加更多的工人或农民成员担任代表，也无助于工

人国家的恢复。

让我们从分析宪法原则中的阶级概念开

始。无论是解释工人国家的形成，还是分析工人

国家的失败，都必须回答以阶级为基础的代表性

政治与普遍利益之关系是如何构成的这一问

题。因此，这一阶级概念不能单纯地从财产权的

角度加以界定，而必须与领导权、代表性等政治

范畴连接起来才能充分理解。领导权与代表性

的问题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

性的阶级分析而产生的。马克思说过：“至于讲

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

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

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

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

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

列几点：第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

定阶段相联系；第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

阶级专政；第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

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里所说

的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工

人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的“无产阶

级”并不只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规定的阶级，而

是一个普遍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国家中的

工人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工人国家是一个剥

夺了剥夺者的社会，从而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共同

体，即便是先前的皇帝、资本家、战犯等也是这一

劳动者共同体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的“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范

畴，它保留了劳动分工意义上的阶级划分，同时

又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特质。代表

性或领导权的问题就内在于这一作为过渡形式

的国家形态之中。

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时

发现：这一生产形式导致整个社会分化为两大阶

级，从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

阶级对抗的政治。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能动的政

治力量将阶级的存在与一种致力于消灭阶级的

革命政治运动相关联，革命的代表性政治是不能

发生的。阶级的存在和阶级分化本身并不必然

导致革命政治。我们不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设

问：为什么在工人阶级相对弱小的现代中国，一

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却席卷了整个时代？为

什么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虽然工人阶级的

人数达到了近3亿，却并未产生19世纪和20世纪

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治？

阶级政治虽然依托于工人阶级这一客观的

社会阶层，但它预设了一种基于宏观的理论分析

而产生的政治斗争的方向，阶级政治只有在阶级

超越自身利益而代表普遍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

生，即只有当意识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是一种

阶级使命时，阶级政治才能诞生。基于对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工人阶级被确立为

一个政治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斗争指向消灭阶

级的未来，从而代表了人民的普遍利益和人类的

最终解放。正由于此，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和工

人国家中的独特地位并不能化约为工人阶级在

人口、社会分层及政治机构中的实际存在状态及

比例。从理论上说，一旦取消了阶级概念的政治

性，阶级概念就会沿着实证主义的逻辑滑向结构

性的阶层概念，工人阶级运动只是一种以捍卫本

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以工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

运动。在由社会分层、中产阶级和农民工等概念

构成的实证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强调社会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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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却从一开始就越过了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的破产不仅表现为工人阶级的政

治代表性的衰落，而且也集中体现在工农联盟的

政治基础的瓦解。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以农民

为主体的社会中，发生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较

少、资产阶级也尚未成型的国度里。在实证的意

义上，中国现代革命可以被描述为没有资产阶级

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革命，但从政治的角度看，有关中国是否存在成

熟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争论并不能直接推

导出对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存

在的否定。事实上，革命政治与阶级人口之间的

关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这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

象。在 19世纪中期，马克思曾说：德国的全部问

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后来解释说：“1871年，

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

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

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运

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

这两个阶级构成的。”􀃊􀁋􀁘由于无产阶级并不是人口

的大多数，它只能通过推动一场“人民革命”，才

能实现体现于阶级命运之中的普遍利益或“未

来”。这里的普遍利益或未来同样具有两重性，

即一方面无产阶级直接地体现人民的普遍利益，

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一种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从

而也消灭自身的未来。

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政治有两个主要命题，即

工农联盟与人民民主。􀃊􀁋􀁙这两个概念均与外围资

本主义的范畴密切相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外围，例如中国与俄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

即当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萌发之时，这些地区还

是以农业和农民为主的社会。19世纪晚期，俄国

民粹派曾经将占有土地的农民与西欧资本主义

相对立，即俄国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半自然经

济”；中国的思想家如梁漱溟及其追随者也认为

乡村建设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或中国的宪政。

社会主义者在确认“三农”的巨大历史存在方面

与民粹派或乡建派的观点颇为接近，但不同之处

在于：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中，商品生产将推动所有经济形态从属于资本的

支配逻辑。这种从属总是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

资本开始，然后转到以工业资本主义——其后是

金融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劳动分工之中。􀃊􀁋􀁚在

这一发端于 19世纪的进程中，农业从属于工业、

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分化为城市服务的农业种

植者和农民工群体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是这种

从属关系为社会主义运动将农民问题纳入世界

范围内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有机部分提供

了基础。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作为人民的代

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最终指向了资本

主义生产体系本身。

工人阶级不可能单独地取得革命胜利，必须

通过代表性政治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工农联盟

是一种政治性联盟，即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而完

成的政治结盟。在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领导

问题与农业的改造、农民的动员密切相关，中国

革命政党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之关系的紧密程

度甚至超过了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前所述，工

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所以需要与工农联盟这一基

础性范畴关联起来，是因为阶级政治是在一种从

属关系中展开的，无法还原为实证性的阶级构

成。工农联盟是一种政治性的联盟，即通过特定

的组织形式而完成的政治结盟，从而作为现代代

表性政治的中心，工人阶级政党不仅是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而且是工农联盟的政治代表。代表性

政治直接体现为工人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领导

地位，也体现为在工农联盟中相对于农民阶级的

领导地位。

与此相应，人民范畴也是以阶级概念为基础

的，除了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外，还包括了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如阶级概念一样，如

果没有一种与对资本主义时代敌我关系的分析

相关联的政治运动，人民概念也是无法成立的。

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附属物，而

且是作为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对立面而被

建构起来的政治身份，它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

关系的不妥协的斗争构建着人民这一扩展的主

体。政治代表性一方面体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

的和文化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实现人民

普遍利益的能量。领导权的概念集中地说明了

工农联盟或人民不是不同阶级的叠加，而是通过

斗争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政治主体——工农联

盟的目的就是将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争夺过

来，组织成为革命的力量。􀃊􀁋􀁛代表性与领导权相

互重叠，因而代表性也是一个斗争的概念，所谓

人民民主就是一种维护工农联盟并保证工人阶

级领导作用的代表性政治之制度形式。􀃊􀁌􀁒因此，

代表关系包含了一个显著的对立统一关系，即这

一代表性和领导权必须体现普遍利益，而不是单

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但这一普遍利益又只能通

过阶级政治得以实现。所谓工人国家的失败与

代表性断裂的集中表现也必然发生在两个层面：

第一，领导权与阶级基础的断裂；第二，代表性政

治与普遍利益的脱节。

在中国革命中，讨论代表性政治与阶级政治

的上述关联不能不同时处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

立的问题。这也使得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代表

性政治显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西欧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已经解决，政治斗争的主

导形式是通过阶级联合与阶级间的斗争展开的。

但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的分裂是无产

阶级运动的障碍，从而联合各阶级以争取民族解

放并建立统一国家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用

毛泽东的话说：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是“国家要独

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由于革命获

得了它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目标，以阶级解放为中

心的革命政治与统一的、通常是单一制的国家制

度发生了关联。在国家分裂和民族危亡的状态

下，反对分权制和联邦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

式被视为“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

过这种国家（同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

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

路”。􀃊􀁌􀁓代表性政治由此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

央集权形式产生了历史性的关联。正由于此，代

表性断裂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政治在

统一国家内发展滋长，在政治领域，这种认同政

治还伴随着对于单一制国家形式的质疑。从政

治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危机正是

代表性断裂的后果。

除了工人国家必须以阶级为中心重构民族

关系之外，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政治还包含了国际

主义的内涵。“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

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

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

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作为工人

运动的政治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可以追溯至19世
纪欧洲的国际工人协会，其最初的目的是把工人

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纳入共同的轨道。但

是，伴随着 20世纪 30年代民族运动的发展，这一

政治组织的民族化过程十分明显。共产党不再

只是单纯的工人阶级及其普遍利益的代表，它还

试图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共产主义组织

与国家的结合及向民族代表方向的发展，对于整

个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重大。在 1949年
之后，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政治

代表，而且是国家主权的代表者。这也意味着阶

级的代表现在必须同时成为国家的代表，从而政

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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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却从一开始就越过了阶级政治。

工人国家的破产不仅表现为工人阶级的政

治代表性的衰落，而且也集中体现在工农联盟的

政治基础的瓦解。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以农民

为主体的社会中，发生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较

少、资产阶级也尚未成型的国度里。在实证的意

义上，中国现代革命可以被描述为没有资产阶级

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革命，但从政治的角度看，有关中国是否存在成

熟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争论并不能直接推

导出对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存

在的否定。事实上，革命政治与阶级人口之间的

关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这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

象。在 19世纪中期，马克思曾说：德国的全部问

题将决定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后来解释说：“1871年，

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

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

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运

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

这两个阶级构成的。”􀃊􀁋􀁘由于无产阶级并不是人口

的大多数，它只能通过推动一场“人民革命”，才

能实现体现于阶级命运之中的普遍利益或“未

来”。这里的普遍利益或未来同样具有两重性，

即一方面无产阶级直接地体现人民的普遍利益，

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一种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从

而也消灭自身的未来。

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政治有两个主要命题，即

工农联盟与人民民主。􀃊􀁋􀁙这两个概念均与外围资

本主义的范畴密切相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外围，例如中国与俄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

即当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萌发之时，这些地区还

是以农业和农民为主的社会。19世纪晚期，俄国

民粹派曾经将占有土地的农民与西欧资本主义

相对立，即俄国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半自然经

济”；中国的思想家如梁漱溟及其追随者也认为

乡村建设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或中国的宪政。

社会主义者在确认“三农”的巨大历史存在方面

与民粹派或乡建派的观点颇为接近，但不同之处

在于：社会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中，商品生产将推动所有经济形态从属于资本的

支配逻辑。这种从属总是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

资本开始，然后转到以工业资本主义——其后是

金融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劳动分工之中。􀃊􀁋􀁚在

这一发端于 19世纪的进程中，农业从属于工业、

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分化为城市服务的农业种

植者和农民工群体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是这种

从属关系为社会主义运动将农民问题纳入世界

范围内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有机部分提供

了基础。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作为人民的代

表，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最终指向了资本

主义生产体系本身。

工人阶级不可能单独地取得革命胜利，必须

通过代表性政治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工农联盟

是一种政治性联盟，即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而完

成的政治结盟。在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领导

问题与农业的改造、农民的动员密切相关，中国

革命政党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之关系的紧密程

度甚至超过了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前所述，工

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所以需要与工农联盟这一基

础性范畴关联起来，是因为阶级政治是在一种从

属关系中展开的，无法还原为实证性的阶级构

成。工农联盟是一种政治性的联盟，即通过特定

的组织形式而完成的政治结盟，从而作为现代代

表性政治的中心，工人阶级政党不仅是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而且是工农联盟的政治代表。代表性

政治直接体现为工人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领导

地位，也体现为在工农联盟中相对于农民阶级的

领导地位。

与此相应，人民范畴也是以阶级概念为基础

的，除了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外，还包括了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如阶级概念一样，如

果没有一种与对资本主义时代敌我关系的分析

相关联的政治运动，人民概念也是无法成立的。

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附属物，而

且是作为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对立面而被

建构起来的政治身份，它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

关系的不妥协的斗争构建着人民这一扩展的主

体。政治代表性一方面体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

的和文化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实现人民

普遍利益的能量。领导权的概念集中地说明了

工农联盟或人民不是不同阶级的叠加，而是通过

斗争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政治主体——工农联

盟的目的就是将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争夺过

来，组织成为革命的力量。􀃊􀁋􀁛代表性与领导权相

互重叠，因而代表性也是一个斗争的概念，所谓

人民民主就是一种维护工农联盟并保证工人阶

级领导作用的代表性政治之制度形式。􀃊􀁌􀁒因此，

代表关系包含了一个显著的对立统一关系，即这

一代表性和领导权必须体现普遍利益，而不是单

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但这一普遍利益又只能通

过阶级政治得以实现。所谓工人国家的失败与

代表性断裂的集中表现也必然发生在两个层面：

第一，领导权与阶级基础的断裂；第二，代表性政

治与普遍利益的脱节。

在中国革命中，讨论代表性政治与阶级政治

的上述关联不能不同时处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

立的问题。这也使得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代表

性政治显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西欧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已经解决，政治斗争的主

导形式是通过阶级联合与阶级间的斗争展开的。

但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的分裂是无产

阶级运动的障碍，从而联合各阶级以争取民族解

放并建立统一国家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用

毛泽东的话说：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是“国家要独

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由于革命获

得了它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目标，以阶级解放为中

心的革命政治与统一的、通常是单一制的国家制

度发生了关联。在国家分裂和民族危亡的状态

下，反对分权制和联邦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

式被视为“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

过这种国家（同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

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

路”。􀃊􀁌􀁓代表性政治由此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

央集权形式产生了历史性的关联。正由于此，代

表性断裂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政治在

统一国家内发展滋长，在政治领域，这种认同政

治还伴随着对于单一制国家形式的质疑。从政

治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危机正是

代表性断裂的后果。

除了工人国家必须以阶级为中心重构民族

关系之外，工人国家的代表性政治还包含了国际

主义的内涵。“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

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

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

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作为工人

运动的政治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可以追溯至19世
纪欧洲的国际工人协会，其最初的目的是把工人

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纳入共同的轨道。但

是，伴随着 20世纪 30年代民族运动的发展，这一

政治组织的民族化过程十分明显。共产党不再

只是单纯的工人阶级及其普遍利益的代表，它还

试图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共产主义组织

与国家的结合及向民族代表方向的发展，对于整

个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重大。在 1949年
之后，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政治

代表，而且是国家主权的代表者。这也意味着阶

级的代表现在必须同时成为国家的代表，从而政

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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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国家高度合一的条件下，政党政治的内部

斗争也与国家权力的内部博弈产生了密切的

联系。

代表性所内含的全国性与国际性是从资本

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的。无论是社会主

义国家间的联盟、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还是

跨国家的“输出革命”（即以军事的、政治的和意

识形态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建立

联系或呼应），都使得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性政

治包含着国际的面向。这种代表性政治的国际

面向包含了两个相互区别的层次：一个是跨越国

家的阶级政治，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国范围内的

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

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

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相互影响。

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

级的最终胜利”。􀃊􀁌􀁕另一个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

延伸，即在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联盟。这些

民族国家间的结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同

盟关系，其联合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联合，

而是以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为背景形成的国

际统一战线，其政治逻辑也正与国内的阶级联合

相似。正由于此，国际性的联盟也必然与争夺领

导权的代表性政治紧密相关。

工人国家的政治正义是一种以阶级概念为

中心的普遍正义，它包含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

位、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民族国家的普遍代表

和一种面向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

义。在此框架下，工人阶级的尊严问题也是阶级

解放和人类普遍解放的问题。推动这个“解放运

动”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它推动并创造了工

人运动、农民运动、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和跨国性

的阶级联合。正由于此，以“政党国家化”为标志

的政治转型不仅标志着经济形态的转化，而且也

是一个去政治化过程，意味着工人国家的失败和

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正义观的瓦解：在新的阶级

重组中，宪法所确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成为

十足的讽刺；在“三农”危机和城乡分化中，工农

联盟成为完全的虚构；在区域分化中，经济和社

会分化直接呈现为民族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市

场逻辑取代了国际主义联合。这就是所谓代表

性断裂或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相互脱节的内涵。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命运时，20世
纪的政治遗产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它的

失败又在哪些方面逼迫我们探寻新的政治正

义？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需要转向对于“代表

性断裂”和新的平等政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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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国家高度合一的条件下，政党政治的内部

斗争也与国家权力的内部博弈产生了密切的

联系。

代表性所内含的全国性与国际性是从资本

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的。无论是社会主

义国家间的联盟、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还是

跨国家的“输出革命”（即以军事的、政治的和意

识形态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建立

联系或呼应），都使得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性政

治包含着国际的面向。这种代表性政治的国际

面向包含了两个相互区别的层次：一个是跨越国

家的阶级政治，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国范围内的

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

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

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相互影响。

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

级的最终胜利”。􀃊􀁌􀁕另一个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

延伸，即在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联盟。这些

民族国家间的结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同

盟关系，其联合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联合，

而是以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为背景形成的国

际统一战线，其政治逻辑也正与国内的阶级联合

相似。正由于此，国际性的联盟也必然与争夺领

导权的代表性政治紧密相关。

工人国家的政治正义是一种以阶级概念为

中心的普遍正义，它包含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

位、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民族国家的普遍代表

和一种面向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

义。在此框架下，工人阶级的尊严问题也是阶级

解放和人类普遍解放的问题。推动这个“解放运

动”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它推动并创造了工

人运动、农民运动、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和跨国性

的阶级联合。正由于此，以“政党国家化”为标志

的政治转型不仅标志着经济形态的转化，而且也

是一个去政治化过程，意味着工人国家的失败和

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正义观的瓦解：在新的阶级

重组中，宪法所确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成为

十足的讽刺；在“三农”危机和城乡分化中，工农

联盟成为完全的虚构；在区域分化中，经济和社

会分化直接呈现为民族冲突；在国际关系中，市

场逻辑取代了国际主义联合。这就是所谓代表

性断裂或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相互脱节的内涵。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命运时，20世
纪的政治遗产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它的

失败又在哪些方面逼迫我们探寻新的政治正

义？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需要转向对于“代表

性断裂”和新的平等政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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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理念
——再论王绍光的“人民社会”构想

■ 陈 伟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Chen Wei，Department of Polit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内容提要］黑格尔—马克思理论传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未能揭示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回到近代

英美传统中广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于今日中国更有意义。广义的市民社会概念指向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

秩序，它与商业社会相适应，以现代市民为主体，以法治为本质，包含了一系列抽象规则，并要求相应的市

民风尚与礼貌。王绍光提出的“人民社会”构想，不符合商业社会的时代精神，指向的是一种集体本位、漠

视个体权利与自由的支配体系。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是以宽容、文明、和平、诚信、自由为特征的市民社

会，而非基于阶级区分构建起来的排斥公民自由、徒具人民之名而无其实的“人民社会”。

［关键词］市民社会 人民社会 法治

政治理论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即是廓清概

念。概念总是对应着某种现象。概念的清晰，意

味着我们有能力在不同现象之间做出区分。而

政治概念的明确，尤为重要。政治理论或言说中

使用的概念，不仅具有描述现象的功能，更具有

激发人们想象、引导人们前进、创造政治现实、重

塑社会生活的功能。这种概念或语言“激唤”（in⁃
voke）现实的过程，是一个难以清晰描述的魔术般

的过程。①有鉴于此，当下中国学界关于民主、自

由、宪政、法治、人民、市民社会等概念的辨析，便

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智力操练或文字游戏，它涉

及的往往是迥然有别的政治社会想象，人们从这

些充满争议与分歧的概念与言说，实可引申出全

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现实。一旦似是而非的概念

与政治权力结合，借权力的通行证而四处弥散，

便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笔者不久前曾就王绍光、胡鞍钢提出的“人

民社会”新概念发表了批评性文章《危险的“人民

社会”想象——与王绍光教授商榷》。②其中笔者

重在指出“人民社会”概念学理上的谬误及政治

上的危险，然而对于自己多少持同情态度的“市

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译为“公民社会”）理论并

未予以详论。本文将弥补这一缺憾，正面阐发市

民社会理论的内涵及意义，以进一步明确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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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with the hope that it will help China in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n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mod-
ern state. One comment in the annotations，that nationalism cannot steer China away from predicament，has in-
cited critique from Zhang Taiyan. In his“Comments”，Zhang objects to any imposition of a general social devel-
opmental model on Chinese particular history and，in the meanwhile，emphasizes the unique value of national-
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

Keywords：nationalism，Shehui Tongquan，Yan Fu，Zhang Taiyan

Ritual in Ancient and Modern Society：the Revival of Sacrifice in Urban Ancestral Temples 99

Chen Bisheng

Abstract：Since 1990s，there has been a revival of ancestral worship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outheast China
where ancestral temples have been rebuilt and sacrificial rites restored. However，traditional patterns of worship
have been changed in many ways. Take the Four Orders Temple in Chaoya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In terms of
status，the Temple is at once an officially designat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a clansmen association，and a
non-governmental enterprise. The organizational setup of the Temple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riar-
chal clan system to the modern family system. Ancestor worship in the Temple helps reunited people of the
same clan to create a new clan community. Besides，the Temple allows fellow clansmen who share the family
name to institute the memorial tablets of their ancestors in it so that anybody in the clan can worship. All the pat-
tern innovations reflect a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Keywords：Chaoyang，ancestral temple，sacrificial offering，ritual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Life in Modern Times in Guangzhou（1900 - 1938）：Researches Centering
around Parks and Tea Houses 111

Huang Baili

Abstract：In modern times（1900-1938），parks and tea houses in Guangzhou were highly popular places where
people spent their leisure hours. Meanwhile，the government utilized these venues to influence public ethos. By
building memorial sites and staging ceremonial activities，the government tried to let its ideology infiltrate into
the mind of the mass. During that period，tea houses hired blind entertaining girls，actresses and waitresses to
satisfy the need for prostitution. This，together with violence frequently occurring in the tea houses，led to the
state power’s intervention and close supervision. However，political turmoil at that time rendered efficient gov-
ernance almost impossible，and power handovers could but weaken the government’s capability of stabilizing
public order. As a result，the government faied to have a sustaining policy of controlling and interfering in the
public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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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inds of New Poor and Their Future：The Decline and Re-shaping of Class Politics and the Poli-
tics of Dignity of the New Poor 49

Wang Hui

Abstract：Key concepts that formed the politics of dignity in 20th-century China，e.g. class or class-based politi-
cal parties and related political categories，have been or are being replaced by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cen-
tered on“development”. The discourse on the end of the history aims precisely at eliminating the history con-
structed around such class- related categories. After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 of 1989- 1991，politics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orking class state came to be regarded as the opposite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dign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class，class politics，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ilure of modern worker states and of the decline of class politics.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manifesta-
tions of the failure of worker states and the rupture of representativenes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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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A Comment on Wang Shaoguang’s Ideation of“Socialist Society” 71

Chen Wei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tradition of Hegelian-Marxian theory can hardly reveal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modern civil society. It is therefore more relevant to China nowadays to return to the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In its broad sense，civil society refers to a specific social and politi-
cal order that meshes with the commercial society，having modern citizens as its subject and the rule of law as
its essence. It contains a series of abstract rules and requires the citizens to have civilized customs and manners.
The idea of socialist society proposed by Wang Shaoguang fails to be in tune with the ethos of the commercial so-
ciety. It points to an authoritarian and controlling system that is collective-based，much to the negligence of indi-
vidual rights and freedom.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social construction is civil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toler-
ance，civilization，peace，trustworthiness，and freedom，not socialist society based on class division，rejecting
the citizen’s freedom，respecting people in name but not in fact，and characterized by savage，violence，and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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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Shehui Tongquan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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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ehui Tongquan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dward Jenks’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with some annota-
tions prepared by the translator Yan Fu. Yan means this translation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view of historical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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